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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军队遭遇反叛乱
———军事文化与英国在伊拉克的失败



崔屹鸣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军事文化的角度探究英国在伊拉克战争
中失败的原因。本文认为，英军的传统军事文化和反叛乱战争的特殊性

质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其在伊拉克军事失败的深层原因。基于伊拉克调

查委员会网站提供的第一手史料，本文系统分析了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０７

年８月的英国军事战略、伊拉克警察部队的训练工作以及格雷姆·兰姆

对英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挑战三个案例。本文发现，在传统军事文化的作

用下，英国以传统的战争方式投入伊拉克反叛乱战争中，忽视战后重建

的重要性，不愿投入充足的资源和人力，缺乏一以贯之的军事战略，过

分乐观地评估战场局势，将减少伤亡置于维护地区安全之上，不愿进行

必要的战略调整，最终导致了其在伊拉克的失败。本文对总结英国在伊

拉克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更新对反叛乱战争的理解、弥补国内相关研究

的不足有所贡献。

【关键词】　伊拉克战争　反叛乱　军事文化

一　导言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自由伊拉克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ｒａｑｉＦｒｅｅｄｏｍ）拉开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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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英军作为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 （ＭＮＦＩ）成员之一进入伊拉克。多国部队

在正规战阶段势如破竹，到５月１日，萨达姆政权已被成功推翻。胜利主义的乐

观气氛弥漫在空气中，作为领导者的美国满以为已经大功告成，只待将政权移交

给伊拉克人就可以顺利撤出。当天，时任总统布什 （ＧｅｏｒｇｅＷＢｕｓｈ）在停靠于

加州海岸的美国航母上宣告联军获得胜利，伊拉克的主要战斗行动结束。但西方

国家始料未及的是，混杂着族群冲突和教派纷争的暴力活动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

台而迅速充斥全国，伊拉克战争远没有结束，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反

叛乱战争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阶段。

（一）研究问题

从２００３年５月到２００９年５月，英国始终无法适应在伊拉克南部的反叛乱战

争，当地民众饱受叛乱组织滋扰，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战后，伊拉克被划分为六大

责任区 （Ａｒｅａ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英国负责多国部队 （东南区）（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

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由西向东包括穆萨纳省 （Ｍｕｔｈａｎｎａ）、济加尔省 （ＤｈｉＱａｒ）、

巴士拉省 （Ｂａｓｒａ）和米桑省 （Ｍａｙｓａｎ）。２００５年年末，巴士拉省安全形势开始急

剧恶化。２００６年２月什叶派圣地阿里清真寺发生炸弹爆炸后，新一轮叛乱活动高

潮到来。５月，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ＮｕｒｉａｌＭａｌｉｋｉ）宣布伊拉克进入紧急状态。

２００６年９月，英伊联军共同发起了旨在打击什叶派叛乱组织的 “辛巴达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ａｄ），行动在遭到反叛分子反扑后陷入停滞，最终失败。２００７年９

月，英军与活跃在巴士拉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马赫迪军 （ＭａｈｄｉＡｒｍｙ）达成妥协，

以释放战俘换取马赫迪军暂时停火，英军借此机会撤退至巴士拉机场附近的军事基

地，治安巡逻任务被完全抛给了训练不足的伊拉克部队。这份协议无异于一纸投降

书，英军拱手将巴士拉省的控制权让给什叶派民兵组织，并使美军和马利基政府开

始质疑英军维持局面的能力。２００８年３月，美伊军队撇开英军，联合发起了旨在

打击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叛乱组织的 “骑士冲锋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ｔｈｅ

Ｋｎｉｇｈｔｓ）并一举取得成功。２００９年５月，英国正式从伊拉克撤军，由于伊拉克安

全部队无力维持当地局势，美军被迫进驻伊拉克南部。① 六年的时间里，英国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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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败退，最终遭遇战略失败。这种战略失败表现在，它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当

地的安全形势，遏制什叶派叛乱组织的扩张势头；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

伊拉克安全部队，为政权移交奠定坚实基础；始终未能反躬自省，通过自身的战

略调整扭转颓势，只是勉力自保，坚守到撤军之日。

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说世界上有一支军队是天生为反叛乱作战而打造的，那

么它一定是、也只能是英国。首先，作为岛国的英国孤悬海外，享有得天独厚的

天然安全屏障，海上贸易、海军霸权、海外殖民地是帝国权势手杖上的三块宝

石。① 这样的先天禀赋使英国陆军的规模一直不大，其主要任务是维护英伦三岛

内部的稳定、通过 “帝国巡警”（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ｎｇ）行动维护殖民地的稳定、间

歇性地干涉欧洲大陆事务，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单一霸权，至于维护帝国安全和海

上霸权，那是海军的事。② 这样的军事传统，再加上英国遍布全世界的海外殖民

地和 “间接统治”的帝国主义统治传统，使英国军队特别擅长处理内战、小型

战争、反叛乱战争、低烈度战争等各种形式的非常规战争，也拥有在此领域内其

他大国所无法比拟的丰富经验。③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军队出于

帝国护持和调控衰落的目的，是最早接触反叛乱战争的西方大国之一，并且保持

着近乎不败的作战记录。这其中尤为令英军骄傲的是英国在马来亚危机 （Ｍａｌａｙ

ａ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１９４８—１９６０年）中取得的胜利以及与爱尔兰共和军 （Ｉｒｉｓｈ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ａｎＡｒｍｙ，１９６９—２００２年）的较量，这两段历史几乎是所有英国军官的必修

课。这一连串的胜利纪录使英军自我标榜为反叛乱战争理论和实战大师，并一直

以来保持着对美军的心理优势。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与英国在伊拉克遭遇的战略失

败格格不入。

一支拥有丰富反叛乱经验的军队，为何会对另一场反叛乱战争表现出如此强

烈的不适应？英军宝贵的历史经验为何没能内化为英军的组织记忆，从而使反叛

乱从客观的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进化为主观的技能 （ｓｋｉｌｌ）？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是

以传统战争开始，以反叛乱战争结束的一类特殊战争的话，何以在长达六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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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英国都未能及时调整战略，以适应反叛乱战争？为何美国得以在２００７年年

初通过实行 “增兵”战略一举扭转伊拉克战争的不利局面，而英国却不能如法

炮制？

（二）核心假设与概念定义

本文的核心假设是，英国的传统军事文化和反叛乱战争的特殊性质之间的根

本矛盾，是英国在伊拉克军事失败的深层原因。英军在本质上仍然是一支传统军

队，它的军事文化强调运动战、机动性、主动出击和决战决胜；强调依靠压倒性

的火力覆盖速战速决；强调杀伤敌人和歼灭敌方部队；强调节约使用部队和伤亡

最小化。相反，在反叛乱战争中，必须熟稔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状

况；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同等甚或更为重要，使民众同叛乱分子分离比单纯地依

靠搜剿行动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ｓｔｒｏｙ）消灭叛乱分子更加重要；战后重建尤为关键，

其核心是为民众提供安全，为此需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东道国安全部队；必须有

超越叛乱分子的战略耐心和战争意志，必须有长时间投入巨量资源和人力的国内

政治基础。英国的传统军事文化同反叛乱战争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结果是英军

一直在以传统战争方式从事反叛乱战争，缺少清晰可行的重建计划，不愿在伊拉

克投入维持安全所必需的资源和人力，不愿挑战固有的战略思维，及时地进行战

略调整。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假设并不等于宿命论。一国的军事文化具有相对稳定

性，但一国在特定战争中奉行的战略却经常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传统军事文

化和反叛乱战争的特殊性质之间的深刻矛盾并不意味着英军在面对一场反叛乱

战争时注定失败。反叛乱战争存在一个机会窗口，如果英军能在国内支持战争

的政治基础消磨殆尽之前完成对于反叛乱战争的 “再学习”，及时进行战略调

整，还是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在马来亚危机中，１９５２年开始担任英国驻

马来亚高级专员的杰拉德·坦普勒 （ＧｅｒａｌｄＴｅｍｐｌｅｒ）与马来亚国防部部长罗

伯特·汤普森 （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共同主导了英国的战略调整，通过允许马来

亚战后独立和延续广泛建立战略村的 “布里格斯计划”（ＢｒｉｇｇｓＰｌａｎ），成功使

马共游击队陷入孤立，一举扭转了战争形势。本文第四节所叙述的美军２００７

年在伊拉克成功实行的 “增兵”战略，是战略调整的又一个典范。因此准确

地讲，僵化保守的传统军事文化加大了英军在反叛乱战争中取胜的难度，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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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消弭其获胜的可能。

本文涉及的两个关键概念是反叛乱和传统军事文化。根据美军 《反叛乱作

战手册》（ＦＭ３－２４）的定义，所谓叛乱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是指 “以颠覆和武装冲

突为手段、以推翻现存的宪政政府为目的的一种有组织的运动”；与之相对，反

叛乱是指 “政府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准军事、心理、公民行动等手段

来击败叛乱势力的行动”。① 军事文化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的概念相对复杂，目前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阿德里安·刘易斯 （ＡｄｒｉａｎＬｅｗｉｓ）认为，战争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ｗａｒ）可以影响军队的指挥结构、武装力量结构、战略和作战层面的

指导思想、全国和战区层面的战略选择、武器研发、装备采购、军民关系。② 杰

弗里·勒格罗 （ＪｅｆｆｒｅｙＬｅｇｒｏ）则直接将军事文化定义为 （军队）持有的关于应

对战争的最佳手段的一整套观念和规范。③ 江忆恩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ＬａｉｎＪｏｈｎｓｔｏｎ）将战

略文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定义为 “一套有机完整的符号系统 （即论证结构、

语言、类比、隐喻等），通过形成关于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

用的概念，以及将这些概念套以合法性光环以使战略偏好看起来具有独特的现

实性和有效性，从而建立起普遍和持久的大战略偏好”。④ 在本文中，军事文

化是指军队所信奉和遵守的有关战争性质 （什么是战争）和战争方式 （如何

进行一场战争）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军事文化会影响特定国家对

于特定战争的性质及其应对方式的理解，进而影响该国在战争中的战略选择。

传统军事文化认为，大国间的大规模总体战，即传统战争，是战争的主要形

式，一国的军队建设必须以有效应对传统战争为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传统

军事文化强调运动战、机动性、主动出击和决战决胜；强调依靠压倒性的火力

覆盖速战速决；强调杀伤敌人和歼灭敌方部队；强调节约使用部队和伤亡最

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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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文试图从军事文化的角度探究英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总

结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丰富现有的反叛乱战争理论。其研究意义有三：首先是

弥补国内反叛乱研究的匮乏。尽管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

也发展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强调持久战、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

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学界 （至少是公开文献中）对于反叛乱战争的研究

却异常匮乏。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投入大量资源、人力从事全球反恐战争的

今天，这种缺失无疑构成我国外军研究的重大缺憾。尽管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撤

军，非常规战争在美国军事议程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反叛乱战争研究的重要性

却有增无减。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催生的新的军事技术、战争方式和军事

学说，也是我国安全研究值得关注的新议题。

其次是总结西方在反叛乱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反叛乱战争可能会成为未来战

争的主要形式之一。随着国家间深度相互依赖的形成、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演进

和核恐怖平衡的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总体战已不太可能发生。与此相对，

世界各地族群、教派矛盾有增无减，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潮仍有市

场，包括反叛乱战争在内的非常规战争越来越频繁。① 著名战史专家马克斯·布

特 （ＭａｘＢｏｏｔ）就曾指出，随着常规战争越来越少，非常规战争将成为未来武装

冲突的主要模式。②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中国必须在物质、智力和心

理层面为迎接类似挑战作好准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总结西方在反

叛乱战争中的经验得失。

最后是更新对于反叛乱战争的理解。随着技术进步和时代发展，反叛乱战

争的形态也在发生改变，从而给世界和平构成更大威胁，也更难对付。２１世

纪的反叛乱战争呈现出许多新特点：首先，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反叛乱战争超出

一国边界而成为全球性的了，后本·拉登 （ＢｉｎＬａｄｅｎ）时代的基地组织 （ａｌ

Ｑａｅｄａ）和伊斯兰国 （ＩＳＩＳ）已经展示了去中心化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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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其次，叛乱势力的产生根源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对于现代化的不满，而是

开始与复杂的族群矛盾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相结合，从而使治本更加困难；最

后，随着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发展，许多从前行之有效的手段，如公开处决叛

乱分子、大规模人口迁移、构建战略村和公开进行高强度审讯等，已经不再适

用。① 这一点尤其被阿布格莱布虐囚丑闻给美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所证实。一言

以蔽之，今天的反叛乱战争更难打赢、更难根治，而有效应对的前提就是正确

理解此类战争的性质。

（四）文献综述

与本文论题相关的现有研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试图在西方反叛乱战争

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整套反叛乱战争理论。戴维·格鲁拉的 《反叛乱战争：

理论与实践》（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Ｗａｒｆａ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一书写于１９６４年，

是最早系统阐释反叛乱理论的著作。该书认为，反叛乱战争与传统战争的本质区

别就在于其非对称性；反叛乱战争归根结底是政治战，政治手段比军事手段更为

重要；反叛乱战争的关键是对民众洗脑赢心 （ｈｅａｒｔｓａｎｄｍｉｎｄｓ），将其争取过来，

并与叛乱分子分离。该书的缺陷是将反叛乱战争等同于反革命战争，带有很强的

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色彩。② 由戴维·彼得雷乌斯 （ＤａｖｉｄＰｅｔｒａｅｕｓ）主编、美国

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共同出版的 《反叛乱战地手册》问世于２００６年，它部分地复

兴了戴维·格鲁拉的理论传统，并结合英国在马来亚、美国在越南的反叛乱经验

以及２１世纪的时代特征予以补充和修正。该书认为，反叛乱战争取胜的关键在

于通过提供基本的安全和公共服务来孤立叛乱分子；必须整合军事手段和民事手

段；反叛乱战争是情报战，情报工作至关重要，所有的士兵都应当是情报收集

者。这本书引发了美国国内有关对伊战略的政策辩论，加深了美军对于反叛乱战

争的理解，推动了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调整。③

一些研究反叛乱理论的论文比较了不同反叛乱策略的优劣。伊恩·罗克斯伯

勒 （ＩａｎＲｏｘｂｏｒｏｕｇｈ）认为，反叛乱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在所辖地区维持经久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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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政治控制，而这需要大规模、长时间的资源和人力投入，并系统地了解当地

情况。他进一步指出，西方民主制度下公众舆论的急躁心理和对伤亡、残暴行为

的低容忍度与反叛乱战争要求的战略耐心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这是西方反叛乱的

阿喀琉斯之踵。① 谭海姆 （Ｔａｎｈａｍ）等对比了搜剿战略与安保战略 （ｓｅｃｕｒｅａｎｄ

ｈｏｌｄ）。搜剿战略强调主动出击，但会使军队疲于奔命，且缺少充足的兵力巩固

已有的地盘，进而将战争的主动权让给敌人；安保战略过于保守，敌人可以照方

抓药，最后的结果是国家的分裂和战争的长期化。② 费尔南多·卢汉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Ｌｕｊｎ）等批判了那种将反叛乱与反恐截然对立的观点。他认为仅靠国家构建和

洗脑赢心无法赢得反叛乱战争的胜利，反叛乱战争暴力的一面经常为反叛乱理论

所忽视，有效的反叛乱必须依靠强制力来控制地盘并瓦解叛乱分子的组织

能力。③

有的学者分析了反叛乱理论的困境。迈克尔·谢弗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ｈａｆｅｒ）认为，

既有的两种反叛乱策略———洗脑赢心反叛乱和成本收益反叛乱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都

过于理想化，它们掩盖了三大矛盾：一是域外国家对当地政府影响力的有限性。

域外国家施加过大的改革压力会损害当地政府的合法性，压力过小又无法迫使当

地政府厉行改革，更何况由于国内政治影响，域外大国施加压力的意愿和能力是

有限的；二是当地政府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能力的有限性。东道国的政客们往往不

愿放弃既得利益进行改革，而一个羸弱不堪的政府的改革能力也是值得质疑的，

更何况改革本身可能带来混乱；三是政府—人民关系的复杂性。不应盲目假定政

府是合法的而叛乱分子是非法的，在许多发生叛乱的国家，叛乱分子比政府更具

合法性、更能得到人民支持。④ 葛腾飞和苏听梳理了美国反叛乱理论的起源和发

展历程，指出了反叛乱理论存在道义、军事和政治三大困境。道义上，美国越是

大量投入经济援助、大力推销民主制度、大力扶植当地政府，就越会激起当地民

众对于殖民主义的历史记忆和对帝国主义的坚决抵抗。军事上，美军习惯性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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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战法从事反叛乱战争，它倾向于大规模传统战争和依赖重型火力的军事传统

与反叛乱战争要求的小规模突击行动与精确打击格格不入。政治上，反叛乱战争

要求美国持续地投入巨量资源和人力，并承担广泛的国家构建责任，但美国决策

层往往缺乏足够的战略耐心和政治意志，美国民众也常常因为不愿意长时间承受

巨额负担而产生反战情绪。①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反叛乱理论代表了美国未来军事变革的主要方向。杨毅认

为，伊拉克战争将催化美国军事转型，特别是将美军建设的指导原则从冷战时期

应对常规威胁变为应对非对称和非常规威胁。② 左希迎在论及美国军事变革的未

来走向时指出，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军事学说主要针对的是常规战争，特别是应对

苏联的潜在军事挑战。该军事学说主张通过大规模常规战争解决武装冲突，它主

导了美国的军事建设。“９·１１”事件以后，这一军事学说不再适应全球反恐战

争的需求，而反叛乱理论将成为未来美国的主要军事学说之一。③

第二类研究主要涉及对于西方反叛乱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马克斯·布特梳

理了从古至今的游击战历史，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叙述涵盖了东方的历史经

验。他认为游击战争是历史的常量，是普遍存在与不可避免的，游击战不会过

时，反而会以令人恐惧的形式出现。④ 约翰·纳格尔 （ＪｏｈｎＮａｇｌ）参与了 《反叛

乱战地手册》的编写，他的著作 《学着用刀子喝汤：马来亚和越南的反叛乱教

训》对比了英国在马来亚反叛乱战争中的成功与美国在越南反叛乱战争中的失

败。他认为，英国的成功源于它在战场上对反叛乱战争的快速学习以及随后及时

的战略调整；美国的失败源于它未能及时地适应反叛乱战争并调整其错误战

略。⑤ 时殷弘的 《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 （１９５４—１９６８）》一书介绍了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美国肯尼迪政府的 “反叛乱热”，以及在此背景下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

特种作战，他特别介绍了美国在南越执行 “战略村”计划的历史，并分析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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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① 乔纳森·卡尔弗利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Ｃａｖｅｒｌｅｙ）和安·马尔洛维 （ＡｎｎＭａｒ

ｌｏｗｅ）反思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乔纳森·卡尔弗利关注民主政体与反叛

乱策略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民主政体中的文官领导人为了迎合多数选民，支持

一种用资本密集型战略 （强调炮火的覆盖）取代人力密集型战略 （强调派遣地

面军队），目的是用金钱的消耗取代士兵的牺牲，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②

安·马尔洛维认为越战失败的根源是美军以应对传统战争的方式来进行越南战

争，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火力覆盖、尽可能地杀伤敌人和使伤亡最小化，没能

构建出一套 “以人民为中心”的反叛乱策略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ＣＯＩＮ）。③

很多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反思。安德拉·

洛佩兹 （ＡｎｄｒｅａＭＬｏｐｅｚ）认为，美军在阿富汗的地面部队不足，而仅有的部

队还要投入清剿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作战行动中，因此很少能真正控制他们的

地盘并加强同当地民众的联系。美军的一系列搜剿行动确实有利于打击叛乱分

子，但当地百姓更在乎的是自身安全。作战过程中对平民造成的连带伤害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ａｍａｇｅ）使美军同当地百姓的关系恶化，助长了人民的反美情绪和

对叛乱分子的支持。反叛乱战争的胜利不是在战场上赢得的，它本质上是争夺

民意的斗争和合法性的较量，民心就意味着人力、武器、情报和补给。反叛乱

一方需要同时回应敌人的军事挑战和民众的诉求，后者包括基本的安全、食品

和医疗等公共物品的提供。④ 威廉·罗森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ｏｓｅｎａｕ）批判了美军情

报工作的滞后，认为美军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叛乱分子的了解太少，叛乱分子对

美国而言仍是一个黑箱。⑤ 保罗·考尼什 （ＰａｕｌＣｏｒｎｉｓｈ）分析了美国在阿富汗

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得失，特别指出了越南后遗症和冷战思维对于美军战略的影

响。作者认为，反叛乱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西方大国的长期承诺，而西方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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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乱战略刚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就急着撤军。尽管反叛乱理论不断发展，但美

军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应对以苏联／俄罗斯及其盟友为对手的世界大战。越南战

争的惨痛教训使美军对反叛乱谈虎色变，长期以来反叛乱战争在美军的议程中

一直处于次要地位。①

中国学者方面，时殷弘２００３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极富预见性地指出了美国已

经取得的军事胜利远不等于战争的结束，美国在战后伊拉克还将面临萨达姆政权

残余势力经由非常规袭击带来的军事麻烦、当地民众对于美军和由其扶植的伊拉

克新政府的敌意、基础设施的缺乏、无政府状态的威胁以及国内的反战运动等一

系列挑战。② 刘宗义和韩志斌认为，由于伊拉克的政治认同困境、部族主义盛行

和民主文化缺失，再加上美国的对伊战略失误，美国在战后伊拉克处于进退两难

的境地。③ 葛腾飞认为，美国决策层的低成本理念与 “反叛乱”战争对资源投入

的长期、巨量需求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因此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叛乱战

略困难重重。④ 王卓认为，对于战后重建的轻视、人手不足和盲目推行美式民主

是美国未能解决好伊拉克战后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⑤ 池志培梳理了美国学者对

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批评和反思。⑥

第三类研究在分析思路上同本文类似，也是试图从军事文化的角度解释西方

国家在反恐战争中的战略失败。贾丽红的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

大战略分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介绍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大战略，她

认为小布什政府第一任内大战略失败的原因是其大战略思维缺乏灵活性，执着于

以传统军事思维理解反叛乱战争，这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旧思维。⑦ 弗兰克·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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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奇 （ＦｒａｎｋＬｅｄｗｉｄｇｅ）的 《输掉小型战争：英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失

败》是一部极具批判色彩的著作，对英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失败进行了

全面反思。作者特别批判了英军的 “进击” （ｃｒａｃｋｏｎ）文化，认为英军的自我

定位仍然是一支正规军，其首要任务是保卫英国本土免遭人数远胜于己的敌军的

入侵。在此前提下，英军特别强调主动出击以赢得战争主动权。但问题在于，在

反叛乱战争中，主动出击并不一定能赢得战略主动权。传统战争有明确的赢家和

输家以及清晰的作战目标，但反叛乱战争却并非如此。应对大规模传统战争的正

规军和反叛乱战争的特殊性质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①

大卫·菲茨杰拉德 （Ｄａｖｉｄ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指出，美国从越南战争中总结出了具

有误导性的经验教训———鲍威尔主义，它只是为美国卷入反叛乱战争设定了很高

的门槛，却没有告诉美军应当如何应对反叛乱战争。美国在伊拉克依然采取依

靠技术、火力和人力优势的传统战争方式。美军的失败则导致了对越战经验教

训的重新理解，２００６年出现的重新反思越战教训的高潮更加注重作战层面的经

验总结而非空谈不卷入，从而为美军的战略调整做了铺垫。② 前 《华盛顿邮报》

资深军事记者、《外交政策》杂志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里克斯

（ＴｈｏｍａｓＲｉｃｋｓ）认为，美军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的对伊军事战略指导原则是错误

的，该原则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专注于攻击敌人、忽略伊拉克民众的重

要作用。这些指导原则植根于美国的军事传统，该传统将战争仅仅理解为不同国

家正规军之间的交战。美国的军事传统使其屡次淡忘在过去的反叛乱战争中总结

的经验教训，以至于美军在遭遇新的反叛乱战争时不得不重新学习。③ 曾在西点

军校任教，后任负责特种作战能力的副助理国防部长、反恐和反叛乱专家卡莱

夫·赛普 （ＫａｌｅｖＩＳｅｐｐ）认为反叛乱战争的关键在于军队的自我定位。美军仍

然是一支传统军队，传统军队关注的是下一场大战，而不是触手可及的小型战

争。越战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美国人对于伤亡数字十分敏感，由此导致美国的

战略文化就是通过占压倒性优势的火力覆盖、兵力投入和机动性以实现伤亡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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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美军的战略文化阻碍了美军从传统战争向非传统战争的过渡。① 伊恩·罗克

斯伯勒在分析了美国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组织认同

阻碍了美军对于反叛乱战争的学习和适应。反叛乱战争与常规战争的性质不同，

美军将常规战争当作自己的核心关切。结果，有关反叛乱战争的相关知识掌握在

一小撮不受欢迎的军官手中，但美军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却不愿接受反叛乱理论，

从而导致了美军在面临反叛乱战争的时候总是准备不足。②

既有研究的第一大优点是史论结合，并在丰富的历史案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

一套基本完整的反叛乱理论。有关研究已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反叛乱战争的基本性

质、对于参与者能力的特殊要求、不同反叛乱战略之间的优劣得失以及反叛乱战

争的胜利标准。第二大优点是揭示了英美的传统军事文化和反叛乱战争的特殊性

质之间的深刻矛盾，并指出这是其在全球反恐战争中遭遇军事失败的深层原因。

既有研究的不足首先在于，缺少系统利用一手史料进行的历史分析，这导致

既有研究对于历史案例的分析往往浅尝辄止，只注重解释决策结果而无法深入决

策过程。既有研究的不足还体现在 “重美国、轻英国”的片面性上。尽管美国

是伊拉克战争的首要参与者，自然而然地会更多地暴露在聚光灯下，但英国在伊

拉克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更典型。如前所述，英国拥有丰富的反叛乱经验，它本

应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心应手，本应比美国更早地进行战略调整，但历史却恰恰相

反。英国同美国一样在战争初期实行了错误战略，而且当美国在２００７年年初成

功调整战略扭转战局时，英国却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综上所述，对于一手

史料运用不足和 “重美国、轻英国”是既有研究的两大缺陷，本文则试图在这

两方面有所创新。

（五）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本文拟采用历史研究法与案例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在史料来源方面，

主要的史料取自伊拉克调查委员会 （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网站。伊拉克调查委员会成立

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０日，其目的是总结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该网站的

５９

传统军队遭遇反叛乱

①

②

ＫａｌｅｖＩＳｅｐｐ，“Ｆｒｏｍ‘ＳｈｏｃｋａｎｄＡｗｅ’ｔｏ‘ＨｅａｒｔｓａｎｄＭｉｎｄｓ’：ＴｈｅＦａｌｌａｎｄＲｉｓｅｏｆＵ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
ｇｅｎｃｙ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Ｉｒａｑ，”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７，ｖｏｌ２８，ｎｏ２，ｐｐ２１７－２３０

ＩａｎＲｏｘｂｏｒｏｕｇｈ，“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ｏ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Ｔｈｅ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ｆｒｏｍＶｉｅｔｎａｍ
ｔｏＩｒａｑ，”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ｃｕｓ，２００６，ｖｏｌ３９，ｎｏ４，ｐｐ３１９－３４６



史料主要分为四部分，一是参战人员接受委员会质询时产生的听证会证词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二是他们就特定问题提供的个人陈述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三是随着听证会进

行逐步公布的相关解密档案 （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四是调查结束后撰写的

《伊拉克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以下简称 《最终报告》）。该报告具有官修史性

质，已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６日正式出版并公布在官网上。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笔者在导言中提出了本文的核心假设，即英国的传统

军事文化和反叛乱战争的特殊性质之间的根本矛盾，是英国在伊拉克军事失败的

深层原因。反叛乱战争的核心就是缔造安全和维系安全。成功的反叛乱需要通过

审慎而又有力的军事行动使叛乱分子与人民群众鱼水分离，随后辅之以积极而高

效的安全部门改革，在政权移交之前训练一支强有力的本土安全部队，进而在地

方安全得以维系的前提下控制战争成本、实现战争的本土化。本文的案例研究表

明，英国囿于传统军事文化的束缚，往往采取与此相悖甚至相反的政策，最终导

致责任区内的安全形势失控。第二部分关注的是英国从２００６年６月到２００７年８

月期间奉行的军事战略。这一时期英国所控制的巴士拉地区安全形势急转直下，

最突出地反映了传统军事文化的负面作用。其具体表现为：缺乏足够的战略耐心

将战争进行到底；缺乏一以贯之的清晰战略，游移不定、左右摇摆；将减少人员

伤亡置于维护地区安全之上；选择性地忽略了来自情报机构的客观分析，过分乐

观地评估地区形势和英军进展，不愿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第三部分聚焦英国在

伊拉克实行的安全部门改革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Ｒｅｆｏｒｍ），特别是训练伊拉克警察部

队的工作。这段历史表明，囿于传统军事文化的大国总会以适合传统战争的方式

投入反叛乱战争中，具体表现为忽视战后重建、忽略对于东道国社会文化方面的

情报收集、缺乏清晰可行的重建计划、不愿投入充足的资源和人力。第四部分主

要探究英国为何没能像美国那样反思并调整自己的战略。文章对比了美国的戴

维·彼得雷乌斯和英国的格雷姆·兰姆 （ＧｒａｅｍｅＬａｍｂ）这两位传统军事文化的

反叛者的改革历程，并最终证明：传统军事文化反叛者的存在、为克服传统军事

文化阻力而进行的锲而不舍的循循善诱、政治领导人的坚定支持以及有利的战场

形势变化是恪守传统军事文化的大国成功进行战略调整的四大关键要素。第五部

分为结论。笔者将对传统军事文化与英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争中的失败这二者之

间的有机联系进行总结，并最终揭示传统军事文化对特定国家从事反叛乱战争的

方式的完整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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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贸然出击到仓促撤军
———英国的军事战略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０７年８月）

　　本文之所以选择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０７年８月这一时间段，主要是由于三个原

因。首先，这一时期英国辖区的伊拉克南部安全形势迅速恶化，成为战争的关键

转折期，也突出地暴露了英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僵化保守。其次，如果说英国在

开始阶段不适应反叛乱战争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２００６年，伊拉克战争已进入

第四个年头，英国应该能够逐渐适应这种战争，并相应地进行战略调整。这个时

期也同美国 “增兵”战略提出和实施大致吻合。即使英军自己缺少反思和学习

能力，美国 “增兵”战略的提出至少应当为英国提供一个反思自己军事战略的

契机和榜样，但这一切并未发生。最后，选取这一时期也是为了论题的集中和论

述的便利。理查德·谢里夫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ｈｉｒｒｅｆｆ）与乔纳森·肖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ｈａｗ）

分别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７年１月和２００７年１月—８月担任多国部队 （东南区）

总指挥官，因此，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０７年８月就涵盖了两位战地指挥官的完整任

期，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加以考察也是适宜的。

（一）理查德·谢里夫与 “辛巴德行动”

２００６年年初，什叶派圣地阿里清真寺爆炸事件发生后，什叶派叛乱分子蜂

拥而至，伊拉克濒临内战边缘。联合情报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这样评价当时的局势：“安全局势愈加复杂。除了叛乱分子……宗教极端主义分

子和罪犯也在趁火打劫。不断增加的教派间暴力冲突是对伊拉克的最大威胁，政

府根本无力应对。”① ５月，当理查德·谢里夫将军来到巴士拉准备接任驻伊多国

部队 （东南区）总指挥官一职时，他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特别是，由于基地

需要大量部队守卫，在本就捉襟见肘的７１００名英军士兵中，实际可供调遣者极

少。谢里夫将军在证词中回忆道：“我发现这里毫无安全可言，连进城走走都要

军事行动开道。巴士拉的部队严重不足……我刚到这里时，负责这座拥有１３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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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安全的唯一一位英军营长告诉我，他能够调动的部队不

到２００人……这导致的最终结果…… （就是）不安全的恶性循环。没有安全就

没有重建和发展，就意味着失去 （当地百姓）的支持，民兵组织就会乘虚而入，

就会控制这座城市。我的任务就是重新确保巴士拉的安全。”①

尽管谢里夫将军对于巴士拉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以及英军的主要任务有清醒

的认识，但他却没有对症下药。他的设想是，集中所有可以调动的英军部队，在

美国和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帮助下，对伊拉克南部以 “马赫迪军”为首的什叶派

叛乱组织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特别是要借此机会一举铲除早已被叛乱分

子渗透的伊拉克警察部队，以恢复巴士拉的安全，为将政权移交给当地伊拉克政

府和最终实现撤军奠定良好基础。基于以上考虑，谢里夫将军设计了 “萨拉曼

加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后更名为 “辛巴德行动”）。他这样形容自己的

计划：“这将是一次决定我们是否能顺利移交政权的军事行动……无所作为不可

能实现在２００７年年初移交政权的目标，原因很简单，巴士拉的安全形势不妙，

且很可能继续恶化…… ‘萨拉曼加行动’将通过决定性的军事行动，证明多国

部队正在努力改变巴士拉人的命运……我现在可以集中部队，封锁巴士拉城，一

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地封锁，最终获得安全。”

谢里夫为行动所做的准备工作并不顺利。首先，美国的支援因为政治原因而

变得有限。原本驻伊多国部队总指挥官乔治·凯西 （ＧｅｏｒｇｅＣａｓｅｙ）将军承诺援

助一个营的美军，但是英国担心美军 “礼尚往来”，要求其配合美军在伊拉克北

部的军事行动，从而影响英国逐步从伊拉克撤军的既定方针。这样的盘算使英国

拒绝了美国的地面部队援助，最终，美国没有派地面部队参与军事行动，只是提

供了一些情报援助和８０００万美元的资金。其次，马利基政府对该行动的支持也

颇为勉强。什叶派出身的马利基总理不愿削弱自己的权力基础，反而希望依靠什

叶派来制衡逊尼派，② 他拒绝配合谢里夫将军对活动在巴格达的什叶派叛乱组织

采取强硬行动，以此来间接表达他对 “辛巴德行动”的不满。最后，英国国内

在抵制伊拉克战争的大环境下对 “辛巴德行动”也不甚热衷。在时任国防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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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乔克·斯特拉普 （ＪｏｃｋＳｔｉｒｒｕｐ）的建议下，内阁先是否决了美军的地面部队援

助，又以撤军为名反对在多国部队 （中南区）（ＭＮＤ（ＣＳ））部署英国军队配合

美军的行动。在行动开始时，英国国内只增派了３６０名援军。①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８日，“辛巴德行动”拉开帷幕。行动初期，英军在降低犯罪

率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尽管袭击案件有所增多。时任英军副国防参谋长查尔

斯·斯泰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ｔｙｌｅ）在证词中说道：“‘辛巴德行动’相当成功。是的，

巴士拉的某些方面更加恶化了……但是 ‘辛巴德行动’显示，英伊两军合作达

到了一个新水平，伊拉克警察和军队间的协作也更加顺畅，它们的能力都得到了

提升……民众的认可度提高了……谋杀率降低了。”② 但到１１月，英军的攻势已

成了强弩之末，叛乱分子随即展开反扑，伊拉克南部的局势骤然恶化。“伊拉克

南部的当地安全部队数量实在太少、训练实在太差，不可能承担维持巴士拉治安

的重任…… ‘清除，然后离开’式的军事行动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安全…… ‘辛

巴德行动’徒劳无功，萨德尔分子 （Ｓａｄｒｉｓｔｓ）很快就重新控制了他们在巴士拉

的避难所。”③

值得注意的是，“辛巴德行动”丝毫没有动摇英国撤军计划的既定时间表，

在英伊联军进攻势头由盛转衰的１１月，英国国内谋划的不是配合战场形势的发

展增加投入，而是按部就班地撤出。１１月１７日，担任英国首相办公室主任的乔

纳森·鲍威尔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Ｐｏｗｅｌｌ）向布莱尔提出 “伊拉克前进计划” （ＩｒａｑＦｏｒ

ｗａｒｄＰｌａｎ），该计划拟采取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 “让联军从市区撤出，进一步巩

固位于市郊的基地，加速向伊拉克人移交政权”④，布莱尔对此计划表示支持。

１２月５日，由国防部起草的 “２００７年英国的伊拉克军事计划”提出要在 “辛巴

德行动”临近尾声时将大部分英国部队和文职人员从位于市区的巴士拉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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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４ｍｉｎｕｔｅ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ｔｏｂａｎｎｅｒｉｒａｑ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ｌａｎ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ｄｒａｆｔｐａｐｅｒｕｎｄａｔｅｄｉｒａｑ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ｌａｎｐｄｆ西蒙·
麦克唐纳德 （Ｓｉｍｏｎ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是英国外交部伊拉克事务主管。



（ＢａｓｒａＰａｌａｃｅ）撤至在市郊的巴士拉机场 （ＢａｓｒａＡｉｒＳｔａｔｉｏｎ），以彰显伊拉克军

队实际控制伊拉克南部的能力，并最终在２００７年５月将英国军队的数量从７１００

人减少到４５００人①。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８日，“辛巴德行动”以失败告终，它有限的

效果去得太快，留下的却是一片狼藉，清除什叶派叛乱组织的目标未能实现，伊

拉克南部的安全局势却进一步恶化。

“辛巴德行动”至少有三点值得反思。

首先，它虽然致力于恢复伊拉克南部的安全，但其最终目标不是缔造持久的

地区安全，而是成功从伊拉克脱身。仓促出击的背后恰恰反映的是英国战略耐心

的不足。“我的目标是实现由伊拉克人控制 （南部）四省，为实现这一目标，我

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安全……伦敦的核心关切是加速 （政权）过渡， （伊拉克南

部）形势的严重程度被低估了……重点是撤出，而不是赢得胜利。”② 谢里夫将

军的证词是当时英国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撤出伊拉克，增兵阿富汗”是这一

阶段英国对伊战略的最终目标，而撤军的前提是英军能够将多国部队 （东南区）

下辖的南部四省政权平稳移交给伊拉克地方政府。为了平稳移交政权，必须努力

改善巴士拉的安全环境，如果实质性改善无法做到，至少也要让巴士拉看起来更

安全，而这有赖于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辛巴德行动”的初衷同美国在２００７

年年初实行的 “增兵”战略一样，都是为了改善地区安全局势，不同的是，美

国在２００７年年初增兵两万，而英国只增派了３６０人，两者的效果怎能同日而语？

“辛巴德行动”从属于撤军计划的现实就决定了英国不可能为其投入充足的资源

和人力，因而也就不可能取得 “增兵”战略所取得的成绩。

其次，谢里夫将军依靠大规模搜剿行动平定叛乱的军事战略体现了 “主动

出击”和 “歼敌有生力量”的传统军事文化，其谬误之处在于，它忽略了反

叛乱战争的胜利 “不是在给定区域内摧毁叛乱分子的武装部队和政治组

织…… （而）是将叛乱分子从民众当中隔离出去”③。事实证明，单纯地依靠

军事手段几乎不可能平息肆虐于伊拉克南部的叛乱活动。联合情报委员会在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６日的一份报告中就分析了什叶派叛乱组织马赫迪军的复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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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首先，马赫迪军人数众多，据估计有１万名接受过不同程度准军事训练的

积极分子，此外还有２万名同情者，他们可被轻易动员，支持马赫迪军。这些

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加入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而伊拉克警察被渗透的情况尤

其普遍。其次，马赫迪军内部派系林立，虽然多数成员都对其领导人穆克塔

达·萨德尔 （ＭｕｑｔａｄａａｌＳａｄｒ）宣誓效忠，但只是在大方向上遵循他的指示。

大多数成员并没有参与针对多国部队的暴力袭击，他们经常违背萨德尔的命

令。再次，马赫迪军的成员并不固定，而且经常有一些什叶派民兵狐假虎威，

顶着马赫迪军的名号从事反对多国部队的暴力活动。最后，他们受到境外势力

的渗透和支持，许多马赫迪军的秘密据点都接受了黎巴嫩真主党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

和伊朗革命卫队 （Ｉｒａｎｉ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ＧｕａｒｄＣｏｒｐｓ）的资金、训练和物

资援助。① 以上情况说明，英军很难凭借一己之力辨别出哪些是真正威胁当地

安全的敌人，遑论将其找出并加以剿灭了。没有伊拉克民众的支持并及时准确

地提供情报，没有一支强有力的伊拉克安全部队长期驻守并维系地方治安，根

本不可能击败采取 “打了就跑” （ｈｉｔａｎｄｒｕｎ）战术的叛乱分子。正如联合情

报委员会的另一份评估报告中所写到的：“（针对马赫迪军）有限的、定点的

拘捕行动或许在军事上是可实现的，但那对于地区安全而言是破坏性的，对于

控制教派间的暴力冲突的规模而言效果是暂时的……任何对于马赫迪军的大规

模攻击行动都可能招致激烈的反抗……只有由伊拉克政府领导的安全部队采取

强有力的措施才能抑制这种势头。”② 英军原本就人手不足，又缺乏及时可靠的

情报来源，也没有伊拉克安全部队为英军攻克的地区维持治安，在如此不利的情

况下贸然出击，只能是激活了当地叛乱组织的反扑势头，致使安全局势一再

恶化。

最后，让英国军队和文职人员撤离巴士拉宫殿的决定背后是英国对于伤亡数

字的担忧。决策者没有考虑过，军队撤出市区使英国丧失了对巴士拉的态势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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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① 现在，英军虽然降低了伤亡，但却无法实时监控

巴士拉的安全局势，无法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支持与指导，无法和当地民众建

立密切联系，无法继续实施当地的重建项目。撤离行动也损害了美英关系，美国

认为此行动显示出英国不愿承担维持伊拉克南部安全秩序的义务，因而大为不

满。最重要的是，这一做法向当地民众、伊拉克安全部队、叛乱组织、美国盟友

乃至英军士兵同时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英军即将撒手不管、溜之大吉。

（二）乔纳森·肖与谈判计划

２００７年１月中旬，乔纳森·肖代替理查德·谢里夫成为新一任多国部队

（东南区）总指挥官。肖深知，谢里夫单纯依靠军事上的主动出击改善伊拉克南

部安全形势的军事战略注定徒劳无功，他也不赞同将英军和文职人员撤离巴士拉

宫殿的行动。他的主张是 “区别对待可谈判与不可谈判者”。② ２００７年初，马赫

迪军领导人和精神领袖穆克塔达·萨德尔为躲避多国部队的追杀逃到伊朗，马赫

迪军交由维萨姆·阿布·卡迪尔 （ＷｉｓｓａｍＡｂｕＱａｄｅｒ）指挥，肖从中看到了和解

的机会。从３月开始，在肖将军的支持下，英国秘密情报局 （Ｓｅｃｒｅ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驻巴士拉站站长詹姆斯·普罗克特 （ＪａｍｅｓＰｒｏｃｔｏｒ）开始接触前马赫迪

军指挥官、已被英军监禁长达３年的艾哈迈德·法托西 （ＡｈｍｅｄＦａｒｔｏｓｉ），谈判

过程被严格保密。法托西是一个极度危险、极度仇视多国部队、手上沾满鲜血的

马赫迪军死硬分子，２００５年９月，正是拘捕他的行动引发了使英军丢尽脸面的

贾米特警站事件。③ 与此同时，法托西在马赫迪军内部的权势和声望使他能够对

其施加影响，因而是一个分量十足的谈判对象。现在，英国把自己的全身而退和

巴士拉的全部未来压在了与这个男人的谈判上。

肖指望通过谈判同时实现减少英军伤亡、改善当地局势、离间马赫迪军的不

同派别和推进教派间的和解这四个目标。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担任英国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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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行动政策局局长的乔恩·戴 （ＪｏｎＤａｙ）这样总结英国接触法托西的动机：首先，

谈判与美军在伊拉克北部同逊尼派组织寻求和解的努力遥相呼应；其次，谈判将鼓

励马赫迪军的主流参与伊拉克民主进程，特别是２００８年的省级选举；再次，谈判

将在马赫迪军的主流和由伊朗支持的马赫迪军特别组织 （ＪＡ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ｓ）间

插入一个楔子，离间他们的关系；最后，谈判有利于减少暴力活动，为伊拉克军队

的能力提升争取时间，同时减少英军和其他多国部队受到的暴力威胁。①

经过三个月的谈判，法托西与普罗克特于２００７年６月达成了一份为期三天

的停火协议，双方通过这样一份临时协议相互试探。协议执行基本顺利，在这三

天中仅发生一起针对巴士拉机场的袭击事件。三天的停火加强了双方的互信，法

托西开始相信英国是认真地在谈判，英国也确认了长时间处于拘禁状态下的法托

西依然对马赫迪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为之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② ８月上旬，

双方达成正式协议，马赫迪军一方承诺停火，并答应不对英国撤离巴士拉城的行

动进行滋扰；英军则同意逐步释放马赫迪军俘虏，并最终撤出巴士拉城。马赫迪

军首先宣布了为期１个月的停火，随即英军释放了４名俘虏。尽管马赫迪军与多

国部队在伊拉克的其他地区依然冲突不断，但其对伊拉克南部发动的袭击次数却

大大减少。到８月底，位于东南区的多国部队每周遭受袭击数从月初的８０多件

减少到５件，巴士拉城每周遭受袭击数从月初的接近６０件降到５件，这一数字

在之后的两个月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８月２２日，远在伊朗的萨德尔宣布在未

来的六个月里冻结马赫迪军的一切活动。９月２日，英军在肖的建议下正式撤出

巴士拉宫殿，撤出行动没有遭到任何骚扰。③

表面上看，这是一份颇为划算的协议。英军借此机会既可以在撤军之前获得

宝贵的和平，又可以免去依赖军事手段维持和平所造成的伤亡，还可以趁机将巴

士拉的安全工作移交给伊拉克人，可谓一石三鸟。但实际上，马赫迪军从协议中

获得的更多。首先，协议达成后，一大批极其危险的叛乱分子被释放，他们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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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后巴士拉安全的最大祸患；其次，暂时的停火可以使马赫迪军免遭英军进一

步的军事打击，从而在 “辛巴德行动”之后休养生息，以图他日东山再起；再次，

这个谢里夫将军希图通过 “辛巴德行动”一网打尽的叛乱组织，现在却以平等的

身份同英国达成了平等的协议，这本身就是马赫迪军在宣传上的巨大胜利。现在，

马赫迪军在政治上可以和英国军队平起平坐，而协议所保证的英军的安全撤出，正

是马赫迪军通过暴力袭击所希望实现而尚未实现的目标；最后，英军因为与魔鬼携

手而声名狼藉，并受到美军和伊拉克政府的鄙夷。英军原想离间马赫迪军的不同派

别，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让马赫迪军在英国和美伊之间插入了一个楔子。综上所

述，协议在本质上是英军与马赫迪军各取所需的平等交换，被牺牲的则是巴士拉的

未来，它凸显了英国的战略短视和缺乏耐心。协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巴士拉的安全

问题，只是把这一问题暂时搁置，留给伊拉克、留待将来解决。

协议缔结之后，巴士拉的安全局势依然动荡。联合情报委员会１０月３１日提

交的一份报告显示了协议的脆弱性。首先，由于停火与释放俘虏挂钩，它随时都

会中断，一旦英军拒绝继续释放俘虏或无人可放，协议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纸；其

次，法托西无法掌控马赫迪军的所有派别，不能确保所有马赫迪军成员就范；再

次，马赫迪军同意谈判的目的之一是从英军身上捞取政治资本，为明年的省级选

举做准备，其他叛乱组织不愿见到马赫迪军独大，很有可能通过暴力活动破坏协

议；最后，多国部队和马赫迪军在其他地区的交火很可能使其反悔，并在巴士拉

重启战衅。① 在打不赢的情况下，英国转而寻求通过谈判实现和解，但以上分析

却表明这不过是痴人说梦，协议的结果不是和解，而是将选择何时开战的主动权

交到敌人手中。

协议所缔造的和平也是虚假的，它仅仅确保了英军的安全撤出，却牺牲了巴

士拉的治安。尽管针对英军的袭击减少了，但巴士拉的安全形势仍在恶化；普通

民众仍然受到暴力活动的威胁，但城市的控制权却落入叛乱分子手中；伊拉克安

全部队仍然腐败无能，但为他们提供支持和指导的英军却龟缩在市郊的基地中。

联合情报委员会在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７日发回的评估报告中写道：“位于东南区的多

国部队受到的袭击被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形势仍然严峻，可能急速恶

化……暴力犯罪、谋杀、绑架、清算、恐吓仍然是伊拉克南部的家常便饭……仅

仅在巴士拉城就已经出现了８０起谋杀和４０起绑架案件……据报道，每个月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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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０名女性死于谋杀。”① 乔纳森·肖的继任者、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０８年２月担任

多国部队 （东南区）总指挥官的格雷厄姆·宾斯 （ＧｒａｈａｍＢｉｎｎｓ）在证词中回忆

道：“我们要保护位于巴士拉机场的基地的安全，我们要保护主要的补给线，还

要护送每一个北上的 （文职人员的）安全，我们要保卫我们的通信线路……安

全形势以至于此，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仅仅是用于自卫②……几乎每一次我们进

行补给———运送面包和饮用水———的代价都是一条人命。在基地的围墙之外，我

们的影响力少得可怜，我们拼尽全力也只能自保。我们想敲碎马赫迪军这条变形

虫的脊梁骨，但这太难了。我想伊拉克军队和警察会站着看我们被叛乱分子杀

死，巴士拉的死亡率已达到了最高峰。”③

从本质上讲，肖的谈判策略仍然是为英国的撤出战略服务。通过与叛乱组织

达成妥协，英军为伊拉克南部缔造了宝贵的和平。尽管这和平虚假而短暂，但仍

足以证明英国有能力、有意愿维持伊拉克南部的秩序，从而使英国的逐步撤出看

上去像是得胜之师班师回朝。正如肖在证词中所坦承的：没有这一纸停火协议，

英军的撤出就会像是被叛乱分子赶出伊拉克，而这对于英军而言是巨大的羞

辱。④ 在混乱中撤出也将使英国难以向美国、伊拉克政府和本国民众交代。肖将

军和谢里夫将军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想通过暂时恢复巴士拉的安全形势来论证

英军撤出伊拉克的可行性，他们的区别是策略上的，谢里夫将军依赖主动出击的

军事手段，肖将军则偏爱接触谈判的政治手段。肖主导的协议所确保的仅仅是英

军安全地撤退———安全以撤退为前提，而且安全仅仅属于英国人———这不是医治

巴士拉危险顽疾的药方，而是有条件的投降。肖将军谈判策略的背后仍然是英国

不愿承担人员伤亡代价、不愿承担地区安全义务、缺乏足够的战争意志以应对叛

乱分子持久挑战的传统军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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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到２００６年下半年，英国对发生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战争依然无所适从。从

２００６年６月到２００７年８月，英国的军事战略在两种风格迥异甚至截然相反的

道路上徘徊不定，伊拉克南部的安全形势毫无起色，什叶派叛乱组织越发猖

獗，伊拉克安全部队依旧腐败低效。“安全就是问题之所在———不是许多问题

之一，而是只有这个问题。”① 这可能是布莱尔首相内心的真实想法，却绝不

是英国战略的真实写照。人员伤亡、政权过渡、增兵阿富汗……英国顾虑太

多，战略太分散，以致不能集中精力解决安全问题，不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平

定叛乱之上。英国军事战略左右摇摆和不切实际的背后，赫然耸现着传统军事

文化的幽灵。

首先，在政治领导层面，恪守传统军事文化的英军缺乏足够的战略耐心将战

争进行到底。反叛乱战争相较于传统战争的根本区别在于交战双方之间的非对称

性，如果将拥有强大火力和正规军队的反叛乱一方比作狮子，那化整为零、行踪

不定的叛乱分子就是一群无头苍蝇。这种非对称性的结果就是反叛乱战争往往更

加漫长，因而需要反叛乱一方表现出更大的战略耐心。２００６年之后的英国所缺

乏的恰恰就是这种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耐心，这一点集中体现在 “撤出伊拉克、

增兵阿富汗”的战略决策上。这一决策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让英国的对伊军事战

略从属于撤军的大方向，进而促使决策层不顾战场形势的实际需求，急于完成政

权移交工作，拒绝调整既定的撤军计划，不断减少驻伊英军数量，不愿向伊拉克

追加更多的资源和人力，最终导致了伊拉克南部安全形势的恶化。在增兵阿富汗

的大背景下，英国的对伊军事战略从争取胜利的战略 （ｗｉｎｎ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退化成

了谋求撤出的战略 （ｅｘｉ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② 对此，接任肖担任多国部队 （东南区）总

指挥官的宾斯将军不无沮丧地评价道：“我认为英国 （在伊拉克）已经时日无多

了。在任何反叛乱战争中，战略耐心是关键，英国在伊拉克已经失去了战略耐

心，我们把精力转向了阿富汗。”③

其次，在战地指挥层面，恪守军事文化使英军坚持传统的六月轮换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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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战略不够连贯和稳定，前后矛盾、相互拆台。反叛乱战争对于战略的连续性有

着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是由于它更加漫长，更是因为只有充分了解当地的社会文

化、熟悉当地局势、与当地民众建立密切联系的军队才能打赢反叛乱战争，而以

上条件只有当这支军队长期驻留当地才能实现。著名的反叛乱专家戴维·格鲁拉

就指出：反叛乱战争应当由一个人从头至尾指挥到底。① 英国显然没有根据伊拉

克战争的特殊性质调整其军事轮换制度，坚持六个月一轮换 （见表１）。结果，

由于轮换周期太短，战地指挥官缺少深谋远虑的动力，一种战略短视的文化被培

养起来。每位指挥官对于战争的理解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依据其独特理解设计

军事战略，不愿意统筹规划、通盘考虑，从而极大地损害了英军的战略连续性和

有效性。② 缺乏战略连续性最为戏剧性地体现在了谢里夫和肖的身上，谢里夫偏

爱军事搜剿、肖侧重政治谈判，但谢里夫从未想过与继任的肖商讨 “辛巴德行

动”的打击效果如何延续，肖也从未考虑过在军事打击不成功的情况下进行谈

判会付出何种代价，于是，南辕北辙的两种战略以一种最为诡异的方式纠结在一

起，其结果只是加速了英国的失败。

　表１ 驻伊多国部队总指挥官一览

姓名 任职时间

安德鲁·斯图尔特 （ＡｎｄｒｅｗＳｔｅｗａｒｔ）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０４年７月

威廉·罗洛 （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ｏｌｌｏ）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乔纳森·莱利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Ｒｉｅｌｙ）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５年６月

詹姆斯·达顿 （ＪａｍｅｓＤｕｔｔｏｎ）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约翰·库珀 （Ｊｏｈｎ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７月

理查德·谢里夫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ｈｉｒｒｅｆ）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７年１月

乔纳森·肖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ｈａｗ）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８月

格雷厄姆·宾斯 （ＧｒａｈａｍＢｉｎｎｓ）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０８年２月

巴尼·怀特－斯普纳 （ＢａｒｎｅｙＷｈｉｔｅＳｐｕｎｎｅｒ）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０８年８月

安德鲁·萨尔蒙 （ＡｎｄｒｅｗＳａｌｍｏｎ）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０９年３月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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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战略优先事项的选择上，恪守传统军事文化使英国将减少人员伤亡

置于维护地区安全之上。在传统战争中，胜利的标准是歼灭敌军所有部队，因而

“节约使用部队”是取胜的不二法宝，但在反叛乱战争中，取胜之匙掌握在民众

而不是军队的手中，胜利的标准不是消灭所有叛乱分子，而是将其与民众分离。

只有向民众提供持久的保护，才能最终取得反叛乱战争的胜利。在伊拉克，英军

总是将减少人员伤亡作为其军事上的首要关切，从而导致了许多不利于改善地区

安全局势的决策产生。集中表现这一点的就是英国因担心人员伤亡而命令军队和

文职人员撤离巴士拉宫殿，迁往位于市郊的巴士拉机场，并龟缩在基地中以求自

保。“通过将部队从巴士拉城撤出……英国的政治和军方领导人完全放弃了维护

巴士拉安全的责任。什叶派民兵组织就此夺得了对于城市的控制权，他们的战斗

意志完全压倒了英国人……他们占领了巴士拉的每一条街道……２００７年末的巴

士拉俨然就是１５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再现。”①

最后，在情报评估方面，恪守传统军事文化使英国决策层选择性地忽略了

来自情报机构的客观分析，过分乐观地评估地区形势和英军进展，不愿进行必

要的战略调整。决策者对局势的理解反映的是其头脑中想打的战争，而不是伊

拉克正在发生的战争。在 “辛巴德行动”中，英国低估了行动所需的资源，

高估了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能力，因而拒绝了美军的增援，只增派了３６０名援

军，还对其活动范围施加限制，从而加速了行动的失败。尽管联合情报委员会

发回伦敦的报告一直在强调伊拉克局势的严峻性，但决策层依然我行我素，对

当地局势保持乐观，不愿为了改善局势调整既有的撤军计划。国防参谋长乔

克·斯特拉普坚持认为，撤军 “不会对我们取得军事成果的能力造成任何影

响”。② 国防部部长德斯·布朗恩信誓旦旦地声称，将英军和文职人员撤出巴

士拉宫殿 “不会在当地留下权力真空，因为伊拉克安全部队已开始承担巡逻

的重任”③。这些都是决策层过分乐观的证据，它们表明，尽管伊拉克战争已

过去三年，英国还是未能认识这场战争的特殊性质，还是未能摸索出取胜之

道，还是未能在物质和心理上适应反叛乱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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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准备不足到重量轻质
———英军在伊拉克的安全部队改革

　　英国对伊战略方针不论如何摇摆，始终服务于一个总目标———加速英军撤离

和政权移交。降低介入程度和加速政权移交是实现战争本土化、控制战争成本、增

强战争合法性和争取国内支持的重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涉及大规模海外军事

干涉的反叛乱战争，不论是在马来亚还是越南，都涉及这一阶段。从历史经验来

看，平稳的责任移交必须满足两大前提：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稳定和训练一支强有

力的东道国安全部队。而在英国负责的伊拉克南部，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

这一部分着眼于分析英国在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方面的努力，特别是检讨英

国受制于传统军事文化，在训练伊拉克警察部队的过程中酿成的一系列决策失

误。伊拉克安全部队 （Ｉｒａｑ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ｏｒｃｅｓ）主要由伊拉克军队 （ＮｅｗＩｒａｑｉＡｒ

ｍｙ）和伊拉克警察 （ＩｒａｑｉＰｏｌｉ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两大部分组成。美国主要负责重建和

训练伊拉克军队，而英国由于其在北爱尔兰拥有丰富的训练警察部队的经验，主

要负责训练伊拉克警察部队，本章重点关注的正是后者。

（一）重建计划的缺失

早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灾难的萌芽已然生根。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到２００３年３

月，英国没有制定任何有关安全部门改革的详细、可行的计划，这使其对于训练

伊拉克警察部队的工作准备不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０日，英国外交部中东司的一

份名为 “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的文件是战前英国外交部所撰写的一份详细

论述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的文件，这份文件已被解密。① 文件正确地认识到 “安

全部门改革应当是战后工作的中心”，也切中时弊地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

题：如何设计伊拉克未来的安全结构；是否应当设立一个国际机构专门负责伊拉

克的安全部门改革；美军或联合国领导的临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改革强加

给伊拉克；如何处置被裁减和有犯罪记录的前安全部队成员；如何转变新的伊拉

９０１

传统军队遭遇反叛乱

① ＦＣＯ，“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ｒａｑ：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Ｒｅｆｏｒｍ（１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２），”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
２００６，ｐｐ１－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ｒｇｕｋ／ｍｅｄｉａ／２１４９９５／２００２－１２－１０ｐａｐｅｒｆｃｏｉｒａｑ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ｐｄｆ



克安全部队的工作文化，使之契合人道主义价值；如何使新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置

于文官的控制之下。但是，文件未能解答这些问题，并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

方案。这反映出，英国虽然拥有在海外从事安全部门改革的广泛经验，但这不能

弥补它对于当地情况缺乏了解的窘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战前情报工作的

缺失导致英国在挑战来临时不得不临阵磨枪、临渴掘井，下面所揭示一系列问题

皆由此衍生。

战前计划工作的不到位使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工作一开始就铸成大错，从而

使英美在战后初期陷入被动。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６日，驻伊联盟临时管理机构负责人

保罗·布雷默 （ＰａｕｌＢｒｅｍｅｒ）颁布了１号命令 （ＣＰＡＯｒｄｅｒ１）——— “伊拉克社

会去复兴党化令” （ＤｅＢａ’ａｔｈ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命令规定从公职岗位上辞退 “全职”

（ｆｕｌｌ）———即前四级的———复兴党党员，并禁止他们在未来谋求任何公职。在

公共机构中从事高级管理岗位的复兴党员将接受审查，判断他们同复兴党的联

系、是否从事过犯罪活动、对于安全的威胁程度，以便决定去留。这一命令被什

叶派人士艾哈迈德·查拉比 （ＡｈｍｅｄＣｈａｌａｂｉ）领导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 （Ｉｒａｑｉ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ＧＣ）利用，成为报复逊尼派前复兴党成员的工具。５月２３

日，保罗·布雷默颁布２号命令，解散伊拉克军队和与萨达姆关系密切的准军事

组织，撤销情报机关以及负责国防军事事务的政府机构。

去复兴党化和解散伊拉克军队是两个具有灾难性影响的政策失误：首先，这

两个政策疏远了一大批迫于生计加入复兴党或安全部队的伊拉克人，使大量心怀

怨恨者沦为失业大军，从而成为日后叛乱分子的主要来源。那些安全部队前成员

尤其危险，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掌握或藏匿了大量武器。其次，去复

兴党化政策被什叶派领袖扩大化，用以打击逊尼派，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挑起

了教派纷争，为日后伊拉克安全形势的恶化埋下了伏笔。最后，解散军队意味着

训练伊拉克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工作要从零开始。

应当承认，这两大决策失误的主要责任在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

姆斯菲尔德 （ＤｏｎａｌｄＲｕｍｓｆｅｌｄ）和保罗·布雷默是主要责任人，正是他们的独断

专行铸成大错。但正如 《最终报告》所指出的，英国也应当负次要责任，英国

外交部认识到了这两个政策潜在的危险性，明确反对之，但未能对美国施压来改

变决策。① 总的来说，去复兴党化和解散伊拉克军队的政策表明英美两国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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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的过程中缺乏沟通和协调，没有清晰、明确、可行的战略予

以指导，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从而使英美的安全部门改革面临一

个非常被动的开局。

（二）人手不足的窘境

英国在训练伊拉克警察部队的过程中面临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人手不足，英

国国内总是无法满足伊拉克对于英国警察顾问的需求。伊拉克重建临时部长会议

在２００３年估计伊拉克警察部队训练工作总共需要约７０００名国际警察顾问，但直

到２００４年１月，英国才刚刚实现它为自己设定的目标———１００人，而且出于安全

考虑，这１００人当中还有７３人身在约旦的警察训练基地，实际上在伊拉克一线从

事培训工作的英国警察顾问不足３０人。在阿里清真寺发生爆炸、第二轮叛乱高潮

来袭的２００６年２月，驻伊英国警察不增反降，到２００７年更是只剩下十几个人，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９年英国从伊拉克撤军 （见表２）。在北爱尔兰有３０年工

作经验的老警长斯蒂芬·怀特 （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ｈｉｔｅ）在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００４年１月担任

联盟临时管理机构驻巴士拉分部 （ＣＰＡＳｏｕｔｈ）法律与秩序部主任、高级警察顾

问。２００３年７月他刚刚被派到巴士拉负责警察事务时，身边只有两位来自国防部

的警官作为助手。直到２００４年１月，这仅有的两名助手就是他能指挥的所有英国

警察，此外他只能求助于最多时候也不过１５人的一支丹麦警察部队。在伊拉克

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谈到此事时，怀特显得哭笑不得：“那里 （指巴士拉）的

情形实在荒谬，作为一位高级警官，我不得不亲自勘察犯罪现场……如果你在五

个月的时间里只有一位英国警察和两位国防部警察，你能做些什么？尽管如此，

在我耳边喋喋不休的话语却是：南部不能丢，南部必须成功。”①在同一时间与怀

特并肩而战的是英军第三机械化师师长格雷姆·兰姆将军，他在证词中说：

“到 （２００３年）７月份我们需要大约９０名警察，但六个月过去了，我只有两

个人……人们总是许诺一大堆东西……实际上却从来没有兑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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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派往伊拉克的英国警官人数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单位：人

时　间

英国警察顾问总人数

派往伊拉克 派往伊拉克和约旦合计
英国私人安保公司装甲

集团 （Ａｒｍｏｒ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３年７月 ４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１０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１０ ４６

２００３年１２ ３４ ７０

２００４年１月 ３４ １０６

２００４年３月 ４３ １１６

２００４年９月 ４６ ９８ １３８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４６

２００４年１１—１２月 ４４

２００５年２月 １０４ １４４

２００５年５月 ４７ １０５ １８７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４７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３５

２００６年２月 ３２

２００６年８月 ２３５ １７０

２００７年１月 １９

２００７年４月 １２ ４８

２００７年７月 １７ ４９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１１ ２９

２００８年２月 ５ １１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０９年４月 １４

　　资料来源：ＪｏｈｎＣｈｉｌｃｏ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Ｖｏｌ１０），ｐｐ４０９－４１２

斯蒂芬·帕蒂森 （ＳｔｅｐｈｅｎＰａｔｔｉｓｏｎ）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担任英国外交部联合国司

司长，他在提交给伊拉克调查委员会的声明中分析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首

先，所有被派往海外的警察必须出于自愿；其次，英国内政部和高级警官协会只

有在特定条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 （这些条件包括警员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和充

足的资金支持等）才会批准向海外派遣警察；最后，基于安全原因，被派往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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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的英国警察只能从事培训工作，不准实地参与巡逻。在这些烦琐规定的保护

下，英国警察成了十足的 “宝贝疙瘩”，结果就是没有足够数量符合所有条件的

警察得以被派往伊拉克，进而影响了训练伊拉克警察部队的工作进度。帕蒂森无

奈地说道：“我们需要争取高级警官们的合作，还要吸引足够多的志愿者……获

得足够数量的英国警察来参与国际警察工作一直是一场艰苦斗争。”①

同样是出于安全原因，即使是被派往伊拉克的英国警察，在行动上也要受到

诸多限制。比如，英国警察要想外出，必须乘坐民用车辆 （而不是军用车辆，

以免成为袭击目标），并由一队保镖护送。相比之下，同他们一起工作的来自其

他国家的国际警察顾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ｅＡｄｖｉｓｅｒｓ）就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②

通常情况下，伊拉克警察在接受初步培训后，会被派往各地的警察站负责维持当

地治安，从而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刚刚被派到地方的警察一般没有

独立行动的能力，他们能否有效履行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随行的国际警察顾

问的指导和监督，这就要求这些国际警察顾问常驻伊拉克警察所在的当地警察站

中，并参与到他们的行动中去。对于英国警察行动自由的限制势必影响他们的指

导和监督工作。乔纳森·赖利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Ｒｉｌｅｙ）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到２００５年６月

担任多国部队 （东南区）总指挥官，他在提交给伊拉克调查委员会的证词中说：

“（我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对于文职官员的 （行动）限制———在伊拉克执

行任务的 （民事）警察是算作文职官员的———我不能保证对于 （伊拉克）警察

的指导工作足够深入、足够细致、足够持久。我不得不动用军队和军警来填补这

个空子，而他们本应专注于指导伊拉克军队。”③

综上所述，英国在派遣警察顾问参与伊拉克警察培训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人

手不足、人员到位慢、行动限制过大三大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例如英国在战前对于伊拉克的情况了解不够、缺乏对于训练伊拉克警察部队

的行动计划、各部门之间协调不畅、不愿负担人员伤亡等。但从根本上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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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背后凸显的是英国对于 “节省使用部队”“尽量减少伤亡”等适用于大规模

传统战争的军事教条的执着，以及对于反叛乱战争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导致英

国没能摆正训练警察部队在战后伊拉克重建工作中的重要位置，无意在战前花费

更多的精力制定清晰可行的工作计划，不愿在战后重建过程中投入更多的资源。

正如 《最终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英国在伊拉克开展安全部门改革时，并没有

正确把握这项工作的性质，也大大低估了所需的工作量。①

在理想情况下，首先应当在战前详细评估战后重建阶段需要的警察顾问数

量、可能承担的任务 （如培训当地警察、监督和指导当地警察的工作、参与

实地巡逻等）和可能面临的安全挑战，并据此制订相应的招募、培训和派遣

计划，加强部门协调和统一领导，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其次，应当依据上述评

估对那些只适用于平时的烦琐规定进行某种战时的临时调整，特别是放宽对于

警察顾问行动自由的限制，至少也要让英国警察在实地监督和指导阶段享有更

广泛的行动自由。最后，应当在委派前加强对于当地安全形势和自我防卫技能

的培训，使这些警察顾问在伊拉克战场上具备基本的生存能力。但现实是，英

国对于警察人员生命安全的政治考量压倒了战场上的军事需要，对于外派警察

的重重限制虽然有利于减少伤亡，但却忽略了这样三个事实：第一，战争是残

酷的，没有战争能完全规避非战斗人员死伤的可能，反叛乱战争尤其如此，因

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区隔；第二，越是那些危险

的、容易发生伤亡事件的地区，仍属稚嫩的伊拉克警察部队维持治安的能力就

越弱，就越是需要这些国际警察顾问的存在；第三，反叛乱战争胜利的关键在

于提供安全，减少英国警察的伤亡并不能改善伊拉克的局势，而训练一支强大

的伊拉克警察部队却可以。

（三）重量轻质的恶果

《反叛乱战地手册》指出，训练东道国安全部队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没有什么速效药。② 但在伊拉克，由于战前没有制订清晰可行的培训计划，战后

又缺乏足够数量的国际警察顾问参与培训工作，联军工作的重点被放在了尽快扩

大伊拉克警察部队的规模上，这就造成了 “重数量、轻质量”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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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３年下半年开始，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开始恶化，叛乱活动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英美正在逐步进行政权交接，希望能早日撤军，这就使英美对于一

支强大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的需求尤为急切。在此背景下，９月，美国的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要求驻伊联盟临时管理机构加快训练伊拉克军队的进度，他将

完成任务 （训练４万伊拉克军队）的时限砍掉一半，缩短到一年，同时将预

算从１７３亿美元提升到２２亿美元。拉姆斯菲尔德的急功近利却得到了英国首

相布莱尔的支持和响应，他甚至天方夜谭般提出要在三个月之内训练一支７万

人的伊拉克警察部队 （与拉姆斯菲尔德不同的是，他并未调配更多的资源和

人力）。① 英国的整个决策层都被布莱尔和拉姆斯菲尔德的这种急躁情绪所感

染。基于布莱尔的疯狂许诺，伊拉克计划局要求在２００４年年中时招募７万名

警察。９月８日，伊拉克计划局在一份报告中信誓旦旦地声称 “（培训）警察

是最容易出结果的……现在，培训工作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联盟临时管理机构在

为改革设定战略、指导理念和时间表时不紧不慢……鉴于他们没有一个中心战

略，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责任区内当机立断。”② １０月１７日，英国外交部在一份

报告中指出：“我们判断，联军现在有把握在明年让 （计划招募的７万名伊拉

克警察中的）３万人接受训练。”③ 这样急功近利而不切实际的工作计划必然导

致训练伊拉克警察部队的工作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甚至流于形式、适得

其反。

表３是２００４年６月联军宣称的训练结果，从数量上看，伊拉克警察部队的

数量甚至超过设立的目标，达到９２万人，而准军事组织伊拉克民防军 （Ｉｒａｑｉ

ＣｉｖｉｌＤｅｆｅｎｃｅＣｏｒｐｓ）也完成了目标的６２５％，达到了２５万人，但如果仔细考

察表中第四列所标示的训练标准，就不难发现这些数字的水分。例如，一个没有

任何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只需要八周的培训，就可以成为一名伊拉克警察；只需要

三周的培训就可以加入伊拉克民防军。考虑到上节所指出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国际

警察顾问都处于人手短缺的状态，这些极为有限的训练时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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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作用，就更加可疑了。《最终报告》中援引的一份布莱尔首相寄给布什总统的

笔记中记述道：“（伊拉克）警察部队的人数就摆在那儿。但 （他们的）质量和

装备水平 （却是数字所无法体现的）。例如，８万人的警察部队中只有７０００人在

军校接受了训练；６２万人没有接受任何训练；只有９％的人配有防弹衣；只有

３０％的军用车辆配备到位。”① ２００４年６月８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１５４６号决

议，规定联盟临时管理机构将权力移交给由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临时政府，２８

日，联盟临时管理机构正式移交政权。在此过程中，衡量安全部门改革的标准发

生了变化，在联盟临时管理机构时代，衡量标准就是现役伊拉克安全部队人数的

多少，现在，只有那些接受过良好训练和武器装备的部队才被统计。结果，联军

的成就大幅缩水：由伊拉克内政部领导的部队人数下降了７５％，从１８１９２７人下

降到４７２５５人。②

　表３ ２００４年６月伊拉克安全部队训练成果 单位：人

伊拉克安全部队

各组成部分
目标人数

２００４年６月
完成人数

任务 训练标准 主管部门

伊拉 克 警 察 （Ｉｒａｑｉ
Ｐｏｌｉ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８５０００ ９２０００
维持国内秩序，

打击犯罪活动

新加入者接受为期八

周的培训，前警察部

队成员接受三周的培

训，随后接受国际警

察部队的指导

内政部

设施保护部队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７４０００ ７４０００
保卫公共建筑、

仓库、使馆和

其他基础设施

三天基础训练，保卫

石油、电力设施和外

交人员的特训

内政部

边防警察 （ＢｏｒｄｅｒＰｏ
ｌｉｃｅ

２５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维持人员和商

品的跨国界正

常流动

八周培训加两周特训 内政部

应急反应部队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Ｕｎｉｔ）

２７０ ５１ 反恐、反叛乱

七周培训之后根据具

体职责进行不同科目

的特训

内政部

民事干预部队 （Ｃｉｖｉ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

４８００ ０ 维持公共秩序
接受警察培训辅之以

必要的特训
内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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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伊拉克安全部队

各组成部分
目标人数

２００４年６月
完成人数

任务 训练标准 主管部门

伊拉克民防军 （Ｉｒａｑｉ
Ｃｉｖｉ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ｒｐｓ）

４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平息国内骚乱，

参与灾害救援
三周培训 国防部

伊拉克军队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４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保 卫 伊 拉 克

主权
六到九周的培训 国防部

　　资料来源：ＣＰＡ“Ｉｒａｑ：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３），”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２００６，

ｐｐ１－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ｒｇｕｋ／ｍｅｄｉａ／２３４１２１／２００３－１２－０４ｐａｐｅｒｃｐａｉｒａｑ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ｃｔ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ｄｆ

自欺欺人者必然会付出代价。《反叛乱战地手册》指出，训练东道国安全

部队工作理想的最终状态是：第一，东道国的安全部队能够提供基本的安全；

第二，安全部队不会威胁到地区安全、不会侵犯百姓的自由财产权、不会发动

政变；第三，安全部队的行动遵循法治原则；第四，在美军和多国部队撤出

后，安全部队能够由东道国加以维持。① 但重量轻质使伊拉克警察部队战斗力

弱、组织纪律性差、忠诚度低，当这样滥竽充数的军队遭遇叛乱分子的袭扰

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彼时这些联军殚精竭虑训练出来的部队如同一盘散

沙，或一触即溃，或临阵变节，更有甚者早已被叛乱分子渗透，成为发动叛乱

的元凶。隶属于英国内阁办公室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在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８日发回的

一份报告中写道：“位于南部的伊拉克安全部队脆弱不堪、未经考验、深陷教

派纷争……警察的可靠性一直引人忧虑。（部分）警员牵涉到针对２名为英国

报纸工作的记者的谋杀案件；情报显示，警察出于政治或教派的原因虐待囚

犯；一些警察为民兵组织杀人。这些警察的不忠到了怎样的地步难以衡量……

一旦受到压力，他们就变得不可靠……大量的警察与什叶派极端主义民兵沆瀣

一气。”②

位于巴士拉的贾米特 （Ｊａｍｅａｔ）警站是英国在巴士拉省训练警察工作的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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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也是对英国的最大讽刺。这个警站内部的警察清一色地由英国训练并配发装

备，但却被什叶派民兵组织马赫迪军渗透，用来铲除异己，甚至英国军队和警察

顾问也因为安全原因被禁止靠近。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７日，英军逮捕了两名马赫迪军

领袖，随即遭到报复。两名英军士兵被警察逮捕，并在贾米特警站遭到鞭打，而

派去谈判的六名英方代表也遭到扣留。当地的警察总长、伊拉克内政部和伊拉克

第１０师指挥官都无法迫使警察就范。最后，英军通过军事行动才成功营救这八

名人质。①

道格拉斯·布兰德 （ＤｏｕｇｌａｓＢｒａｎｄ）自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００４年９月在巴格

达担任驻伊英国高级警察代表一职，负责就警察改革事务向联盟临时管理机构

提供政策建议。他对于以英美为主的多国部队在训练警察部队过程中所表现出

的 “重量轻质”倾向大为光火，在伊拉克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中他说道：“游

说我的那些两星或三星将军同僚，让他们相信 （改革）是一项对于重建警察

部队的长期投资，似乎与他们的短期任务目标格格不入……让我们在３０天内

招募３万人，把他们称为警察，给他们贴上警察的标签，递给他们武器，告诉

他们：‘你们现在是警察了’，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无力去做警察该做的事，没

有比这更艰难的事儿了，这实在是荒谬到极点了。”②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４日联盟临

时管理机构政策计划与分析办公室撰写的一份名为 《伊拉克：整合的安全部

门改革》的文件中对同样的问题也有类似的反思，该文件写道：“我们没能基

于对冲突状态的彻底评估来设计安全部门发展项目；我们在伊拉克安全问题上

缺少一种高屋建瓴的视野，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统合起来；……我们专注于

（伊拉克）安全部队 ‘硬’的方面的发展 （指数量的增加），却忽略了 ‘软’

的方面，即增强它们阻止或管理冲突的能力。”③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８日，时任国防

大臣约翰·里德 （ＪｏｈｎＲｅｉｄ）在写给布莱尔的一份备忘录中坦承：“从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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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训练工作正按部就班地进行，但 （他们的）一些关键能力仍亟需提升。”①

然而，这些少数的理性声音早已被淫浸着盲目乐观情绪的英国官僚机器淹

没了。

（四）退出战略的迷思

２００５年之后，伊拉克安全形势继续恶化，与此同时，英国的兴趣点却逐

渐转移到了阿富汗。英国国内同美国民众的看法一样，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

“自找的战争”（ａｗａｒｏｆｃｈｏｉｃｅ），而阿富汗战争则是一场 “必要的战争” （ａ

ｗａｒｏｆ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前者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后者则代表政治正确。同时，英国

领导层越发地想从伊拉克这场打不赢的战争中抽身出来，为此不惜深入被称作

“帝国坟场”的阿富汗。２００６年１月，英国内阁批准向阿富汗的赫尔曼德省

（Ｈｅｌｍａｎｄ）增兵。由于英国的资源和人力紧张，向阿富汗增兵和从伊拉克撤

军必须同步进行，英军撤出伊拉克的压力陡增。在此背景下，英国开始加速推

进 “伊拉克化” （Ｉｒａｑ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进程，即让伊拉克安全部队为伊拉克安全局势

承担更大责任。② 表面上，“伊拉克化”概念的提出顺理成章：随着伊拉克政

治进程的推进，英美逐渐将政权移交给伊拉克人，理所当然地，维护当地安全

形势的重任也应一并转移给伊拉克安全部队。但实际上，新生的伊拉克军队完

全无力抵抗什叶派民兵、逊尼派叛乱组织和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 （ａｌＱａｅｄａｉｎ

Ｉｒａｑ）等叛乱势力的联合绞杀。“伊拉克化”是假过渡为名行撤军之实，其背

后反映的是英国希望尽快逃离战争泥潭的急切心理。２００６年２月，什叶派圣

地阿里清真寺发生炸弹袭击事件，新一轮叛乱活动高潮到来，在这个敏感的时

刻，英国不但没有加大投入，反而决定撒手不管。２００６年５月底，驻伊英军

的数量从８０００人减少到７２００人，到２００７年末更是减少到４５００人 （见表４）；

大约在同一时间，驻伊英国警察顾问的数量也从 ４６人下降到 ３２人和 １１人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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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驻伊英军总人数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单位：人

日期 驻伊英军人数 日期 驻伊英军人数

２００３年３—４月 ４６０００ 接左表

２００３年５月中旬 ２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５月３１日 ７２００

２００３年５月３１日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８日 大约７１００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１日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９月 大约７４６０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５日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１日 ７１００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０日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１日 ５５００

２００３年８月４日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年９月 ５２００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 １０５００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５２００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９日 ８８２７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１日 ８６００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 ９２００ ２００８年３月７日 ４１００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１日 ８５００ 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１日 ４１００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１日 ８５００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 ４１００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５日 ８１００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４１００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９日 不到９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日 ４３５０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１日 大约８１００ 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０日 ４３５０

２００５年２月７日 大约８１５０ 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 ４１００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５日 大约８１００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５日 不到５００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８５００ 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 １５０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０日 大约８５００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大约８５００

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２日

１２８

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３日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３日—
１２月３１日

４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ＪｏｈｎＣｈｉｌｃｏ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Ｖｏｌ９），ｐｐ４６５－４６８整理。

在撤军的压力下，“伊拉克化”进程因缺少计划而仓促行事。战时助理国防

参谋长尼古拉斯·霍顿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Ｈｏｕｇｈｔｏｎ）应布莱尔首相的要求，于２００４年５

月２０—２３日对伊拉克进行了访问，目的是考察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和 “伊拉克

化”政策的实施情况。他在５月２５日发回的报告中说：“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

阻碍了金钱和资源的投入。有证据表明，（我们的）主动性不足，并且为了短期

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使用 ‘伊拉克化’这一概念是不合适的。只有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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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努力’，才能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增强 （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能力……我们

需要如实评估安全部门改革的最终期限和实施条件，确保切实增强 （伊拉克）

安全部门的能力……缺乏实施战略是 ‘伊拉克化’政策的主要弱点。”① 然而，

霍顿对 “伊拉克化”概念的批评并未导致任何改变，相反，部分是有意识地掩

盖训练工作的缺陷，部分是无意识地为撤军找理由，英国开始夸大巴士拉的安全

形势。时任国防大臣德斯·布朗恩 （ＤｅｓＢｒｏｗｎｅ）② 在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４日的一份

备忘录中说：“不存在留下 （权力）真空的问题。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警察已经

开始进行巡逻…… ‘辛巴德行动’③ 中的每一个迹象都表明，伊拉克军队在某些

区域不仅起到带头作用，而且可以自立，他们毫无疑问比我们得到 （当地民众）

更多的肯定。”④ 但实际上，巴士拉饱受以马赫迪军为首的什叶派叛乱分子的侵

扰，英军几乎无能为力，而伊拉克安全部队仍然没有单独行动的能力。

到２００７年６月，训练工作依然毫无起色。联合情报委员会的评估报告里写

道：“（伊拉克军队）质量参差不齐……领导薄弱、人员不足、后勤脱节、装备

缺乏……当地的警察毫无用处，甚至成为了民兵或叛乱分子的代名词……腐败严

重，改革工作无从下手”。⑤ ２００８年３月，美伊联军联合发起的旨在打击伊拉克

南部什叶派叛乱组织的 “骑士冲锋行动”成了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的试金石。

尽管行动最后大获成功，但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伊拉克安全

部队在反对马赫迪军的行动中表现很差……在巴士拉，他们严重依赖多国部队的

补给、空中支援和指导……数以百计的伊拉克警察在战斗开始２４小时内土崩瓦

解，其他人则加入了马赫迪军。”⑥ ２００９年３月底，英军撤出伊拉克，由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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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ＨｏｗＢｅｓｔｔｏ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ｅＩｒａｑ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２５Ｍａｙ２００４），”Ｉｒａｑ
Ｉｎｑｕｉｒｙ，２００６，ｐ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ｒｇｕｋ／ｍｅｄｉａ／２１２０４１／２００４－０５－２５ｍｉｎｕｔｅａｃｄｓｏｐｓｔｏ
ｒｙｃｒｏｆｔｈｏｗｂｅｓｔｔｏ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ｅｉｒａｑｉ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ｐｄｆ

德斯·布朗恩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担任英国国防部部长。
指２００６年９月末到２００７年１月由英军发起的旨在打击伊拉克南部叛乱分子的军事行动，该行动

在初期取得一定成效，但以失败告终。

ＪｏｈｎＣｈｉｌｃｏ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Ｖｏｌ１０），ｐｐ４３７
ＪＩＣ，“Ｉｒａｑ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ｎｏ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７Ｊｕｎｅ２００７），”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２００６，

ｐ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ｒｇｕｋ／ｍｅｄｉａ／２３３３７５／２００７－０６－２７ｊｉｃ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ｒａｑ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ｎｏ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ｄｆ

ＣＩＧ，“Ｉｒａｑ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ＭＮＤ（ＳＥ）（１４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８），”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２００６，ｐｐ１－
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ａｑ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ｒｇｕｋ／ｍｅｄｉａ／２３０７４５／２００８－０４－１４ｎｏｔ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ｉｇｉｒａｑ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ｍｎｄｓｅｐｄｆ



的伊拉克安全部队依然无法独立维护巴士拉的安全，美国不得不派军队接管巴士

拉的防务和伊拉克南部的安全部门改革任务。

“伊拉克化”政策是布莱尔政府撤出战略的关键一环，但 “伊拉克化”与撤

出战略之间存在着一对固有矛盾：一方面，撤出战略的成功有赖于 “伊拉克化”

政策的实施，只有伊拉克发展出一支强大、高效、能够自我维持的安全部队，英

军才能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伊拉克；另一方面，撤出战略又必然造成 “伊拉克

化”政策的失败，在撤出战略的氛围下，英国必然逐步减少对伊拉克战场的资

源和人力投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渐减少的资源和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

也只是营造一种胜利的假象———伊拉克安全部队只要看起来强大就够了，因为这

就足以论证英国的努力卓有成效，从而使其得以心安理得地从容离开，至于这纸

老虎在英军撤离后下场如何，那与英国已经无关。道格拉斯·布兰德的证词印证

了这一观点，他说：“（训练工作）时间表的变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看法，（现

在）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 ‘让伊拉克来接管一切’（这一观点之上），从那时开

始我们的长远规划几乎化为泡影。”① “伊拉克化”政策和撤出战略之间的这种二

律背反，使得数量的多少，而不是能力的强弱成为衡量训练成效的唯一标准，这

恰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工作会出现重量轻质的特点。

（五）小结

反叛乱战争应当是 “２０％的军事行动加８０％的政治行动”②，为民众提供安

全远比消灭叛乱分子重要、训练一支强大的东道国安全部队远比将压倒性的火力

倾泻在敌人身上更加实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在传统战争中显得过于理想

化的战争信条，却十分契合反叛乱战争。英国显然并没有遵循戴维·格鲁拉的教

诲，因而在训练伊拉克警察部队的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错误。首先，英国在战前

没有深入细致地了解伊拉克安全部队的结构，没有调查它们同萨达姆政权的关

系，没有制定战后安全部门改革的清晰可行的工作计划，导致其对于改革准备不

足。结果，英国被迫临阵磨枪，没有在战后初期纠正美国去复兴党化和解散伊拉

克军队这两大错误决策，从而疏离了一大批掌握战斗技巧或管理才能的伊拉克民

众，也迫使安全部门改革从零开始。其次，英国大大低估了训练伊拉克警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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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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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ｕｇｌａｓＢｒ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ｒｉｎｇＤｏｕｇｌａｓＢｒａｎｄ（２９Ｊｕｎｅ２０１０），”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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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量，不愿承担增加伤亡的风险，导致其没有适时地调整有关派遣海外警察

顾问和限制其活动范围的烦琐规定，没有在战时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和集中领导，

没有简化相关的行政审批程序，最终导致负责训练伊拉克警察部队的英国顾问长

期处于人手不足的尴尬局面，进而严重影响了训练效果。再次，英国对美国加速

安全部门改革的决策亦步亦趋，没有随着伊拉克安全形势的恶化增加训练时间、

增派训练人员，反而制定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训练计划，最终导致训练工作出现

片面追求增加警察部队数量、忽略能力提升的错误倾向。结果，英国训练的警察

部队一触即溃、临阵变节，不仅无法维持当地安全，甚至还被叛乱分子渗透，成

为当地安全的一大祸患。最后，英国的国内政治需要压倒了战场军事必需。为了

配合撤兵伊拉克、增兵阿富汗的决策，英国不顾伊拉克南部不断恶化的安全局

势，不切实际地加速 “伊拉克化”进程，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伊拉克安全部队的

能力和巴士拉的安全形势，过于仓促地撤出驻伊英军和警察顾问，以致最后不得

不由美国来填补英军撤离造成的权力真空。

这一系列决策失误的根本原因是恪守传统军事文化的英国对于反叛乱战争的

不适应。首先，英国在战前就轻视战后重建工作，也就是戴维·格鲁拉认为是重

中之重的 “政治行动”。英国战前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在军事上击败萨达

姆政权上，而对战后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至关重要的情报的收集工作却遭到忽

略，这是它战前计划缺失的重要原因。英国国防情报组 （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ａｆｆ）在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１日提交的一份名为 “巴士拉：后萨达姆时代的治理”的

评估报告中坦率地承认：“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伊拉克民事警察的组织结构的报道

非常之少。我们对于巴士拉一无所知。”① 换言之，“单纯的军事观点”使英国的

战前计划集中关注如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忽略了胜利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其

次，对英国警察顾问的外派和自由行动的重重限制的背后反映的是英国最大可能

地减少伤亡的想法。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警察顾问被当作文职人员加以保护，

殊不知，在反叛乱战争中，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并没有明显区分，最重要的不

是减少伤亡，而是提供安全。再次，训练工作之所以会出现 “重量轻质”的倾

向，主要是因为缺少一个正确的评估任务进展的分析框架。英国没有理解反叛乱

战争的核心是维护安全，而对后者来说，能力的提升而不是数量的增加才是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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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效的唯一标准。最后，匆忙撤出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英国因无法改善安全

形势而产生的挫败感。“伊拉克化”的概念本身没有错，错的是英国缺乏坚强的

意志、投入充足的资源推动其实施。综上所述，英国因恪守传统军事文化而轻视

战后重建工作，不愿承担人员伤亡，不理解提供安全是反叛乱战争的核心，不愿

为战争投入必要的资源，最终导致训练伊拉克警察部队的工作成效不彰。

反思英国在伊拉克训练当地警察部队的这段历史，不难得出三个结论：首

先，恪守传统军事文化的大国在遭遇反叛乱战争时，会以应对传统战争的方式投

入其中。它们往往重视军事行动，轻视战后重建，缺少相应的战后计划，在情报

方面忽略对目标国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信息的收集，缺少对于战后安全风险

的可靠评估，从而导致对于突然降临的叛乱准备不足、应对失措。其次，恪守传

统军事文化会使相应的国家选择性地忽视与传统战争理念相抵触的批评声音，从

而促使战略僵化保守，不能因时、因地制宜和及时纠正错误。最后，这些国家往

往倾向于节省使用部队，尽量避免伤亡，不愿投入必要的资源和人力从事战后重

建，也缺乏坚强的意志将反叛乱战争进行到底。

四　传统军事文化的反叛者———英美经验的比较

不只是英国受到传统军事文化的影响，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初期也犯过同样的

错误，付出过同样惨痛的代价。２００３年５月，在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授

意和支持下，联盟临时管理机构负责人保罗·布雷默不顾英国的反对，轻率地颁

布了去复兴党化和解散伊拉克军队的命令，疏远了一大批为了生计被迫加入复兴

党的管理人员和前军队士兵，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之后伊拉克局势的恶化埋下伏

笔。① 与此同时，美军地面部队一再违反 “尽可能少地开火”这一反叛乱战争的

基本信条，为了追求战术上的胜利，一再发动针对叛乱分子的、徒劳无功的搜剿

攻势，最终引燃了伊拉克各地的叛乱势力。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１日，美国私人安保公

司黑水公司 （Ｂｌａｃｋｗａｔｅｒ）的４名雇员在费卢杰 （Ｆａｌｌｕｊａｈ）遭到伏击身亡。４月

６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起了费卢杰战役，尽管美军经过苦战取得胜利，但叛乱

活动却更加频繁，叛乱分子总能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逊尼派叛乱分子开始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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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西部建立庇护所，而什叶派民兵组织马赫迪军则在穆克塔达·萨德尔的带领

下在伊拉克南部各城市袭击多国部队①，再加上阿布格莱布 （ＡｂｕＧｈｒａｉｂ）监狱

美军虐囚丑闻激起伊拉克人的反美情绪，伊拉克的第一次叛乱高潮就此到来。

从２００４年初到２００６年末，伊拉克饱受叛乱活动滋扰，处于内战边缘，国家

濒临崩溃。由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 （ＪａｍｅｓＢａｋｅｒ）和印第安

纳州前众议员李·汉密尔顿 （Ｌｅ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牵头的伊拉克研究小组 （Ｉｒａｑ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发布的评估报告这样评价当时的局势：“伊拉克的形势十

分严峻，且仍在恶化。没有任何战略能确保成功……由逊尼派叛乱分子、什叶派

民兵组织、基地组织所导演的暴力和犯罪活动在范围和致命程度上不断升级……

伊拉克陷入混乱将导致新政府的倒台和人道主义危机，伊拉克的邻国将起而干

涉，逊尼派－什叶派的冲突可能扩散，基地组织将赢得宣传上的胜利并扩张地

盘，美国的全球地位可能遭到削弱。”② 在伊拉克战争的前三年，美国几乎没有

输掉任何一场战斗，却始终无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但是到２００７年，美国却逆势而上，成功实现了战略转型，通过 “增兵”战

略一举扭转了伊拉克的不利局势。于是，这样两个问题随之浮出水面：第一，美

军是如何突破传统军事文化的束缚，从而实现战略调整的？第二，为什么美军能

够成功做出改变，而英军却始终无法摆脱战略困境？本节将对比美国的戴维·彼

得雷乌斯和英国的格雷姆·兰姆对各自国家传统军事文化的挑战，并尝试回答上

述问题。

（一）戴维·彼得雷乌斯与 “增兵”战略的提出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美军之所以能成功实现战略调整，与以戴维·彼得雷乌

斯为代表的一批人密不可分。他在２００７年春天就任驻伊多国部队总指挥官，主

持了美军在伊拉克 “增兵”战略的实施。这个个头不高、个性争强好胜的前西

点军校明星学员，对于反叛乱研究情有独钟。８０年代的美国军队生活在越战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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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阴影下，大多数军官都对反叛乱战争讳莫如深，但彼得雷乌斯却以越南战争

作为他博士论文的主题，并极富洞见性地指出，“美国介入低烈度冲突将是不可

避免的……军队需要为此做好准备”。① 伊拉克战争伊始，彼得雷乌斯任美军第

１０１空降师师长，这使他有机会在伊拉克战场上践行自己的反叛乱作战理念。他

让自己的士兵与当地人一同生活，深入摩苏尔 （Ｍｏｓｕｌ）的街道上巡逻，而不是

躲在壁垒森严的美军营地；他组织选举，组建省级委员会，利用重建资金振兴经

济，发展贸易。与其他地区相比，他治下的摩苏尔相对安全。② 正当美军在伊拉

克日益卷入一场反叛乱战争的同时，彼得雷乌斯也在军队内部悄悄发动一场反对

美军僵化军事文化的叛乱，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既是一个反叛乱者，也是一个叛

乱者。

１《反叛乱战地手册》的编写与美军思维方式的转变

彼得雷乌斯深知，战略调整的前提是思维方式的转变，而这有赖于对僵化的

军事文化的反叛和对于淫浸在军队中的反智主义倾向的克服。２００５年，彼得雷

乌斯从伊拉克战场返回位于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堡的联合兵种中心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ｒｍｓＣｅｎｔｅｒ），着手重新制定 《反叛乱战地手册》，以便推销他的反叛乱理论。

他在编写该手册时拒绝墨守成规，没有让自己的眼界局限在军官阶层，而是广泛

咨询来自军界、学界、媒体和各个领域内的反叛乱战争理念的拥趸，约翰·纳格

尔、埃利奥特·科恩 （ＥｌｉｏｔＣｏｈｅｎ）、卡莱夫·赛普、戴维·基尔卡伦 （Ｄａｖｉｄ

Ｋｉｌｃｕｌｌｅ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③ 在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新的 《反叛乱战地手

册》以戴维·格鲁拉的经典反叛乱理论为基础，吸收了英美在马来亚、越南等

地的反叛乱经验，并结合当今的时代特征，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反叛乱理论。

彼得雷乌斯的 《反叛乱战地手册》主张反叛乱战争的核心是帮助东道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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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保卫民众，从而使叛乱分子同民众分离，同时逐步提升当地政府的合法性；胜

利有赖于军事活动与民事活动的协调和整合，而且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建设

工程通常比军事活动更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消除引发冲突的根源，从而削弱叛

乱分子的社会基础；反叛乱战争是一场情报战，所有的士兵都是情报收集者。①

这些观念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辩论。②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５日，新版 《反叛乱战地手

册》终于问世，仅仅第一个月就有１５０万人从联合兵种指挥中心的官网上下载

了它的电子版。尽管不乏质疑的声音，但它确实使一大批美国的将军和政治家开

始认识和接受反叛乱作战理念。

２“增兵”战略的实施及成效

要想成功调整美军战略，下一步就是要克服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官僚主义

弊病以及公众舆论和媒体的质疑。２００６年末，布什总统正压力重重：首先，伊

拉克战争已持续了３年多，有超过２５００多名美军士兵客死他乡，每天还有１２０

名伊拉克人死于战火。战争越来越不得人心，２／３的美国民众都反对伊拉克战

争③，媒体批评政府的声音也愈加凸显，撤军压力日益加大。与此同时，增兵意

味着在短期内美军的伤亡增加，因此，必须保证 “增兵”战略在最短的时间内

看到成效，否则便难以说服公众、媒体和国会。

其次，相当一部分将军和政客主张尽早撤离伊拉克，反对增兵。在传统军事

文化的作用下，“大多数指挥官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务，而调遣他

们的机构仅仅从越南战争中汲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美军不该卷入麻烦不断的反

叛乱战争”。④ 以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彼

得·佩斯 （ＰｅｔｅｒＰａｃｅ）、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翰·阿比扎伊德 （ＪｏｈｎＡｂｉｚａｉｄ）和

驻伊多国部队总指挥官乔治·凯西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美军应当随着伊拉克政府

承担更多责任而逐渐退出，甚至小布什总统在２００６年末之前也一直支持这种看

法。但这种战略更多的是出于美国尽快摆脱伊拉克这场不受欢迎的战争的国内政

治考量，而不是基于对战场形势实际需要的冷静评估。这些人之所以主张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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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认为伊拉克战争的非正义性使驻伊美军以 “占领者”的角色出现在伊拉克，

或是认为伊拉克战争给军队在兵员、资源、士气和装备上造成的压力过大，却没

有从如何改善伊拉克安全局势的角度思考撤军还是增兵。①

最后，随着伊拉克日益猖獗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美国同马利基任总理的伊拉

克新政府之间关系紧张，马利基甚至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无力或无意对抗逊尼派

的叛乱②；与此同时，共和党在２００６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遭遇滑铁卢，在参众

两院都丢掉了多数席位，新的国会想要的是撤军，而不是增兵，布什政府急需一

场胜利来为自己正名。

“增兵”战略是一场十足的大冒险，它意味着在一场赢面不大的赌局中再次

加码，而布什总统接受了挑战。他顶住了来自国会、媒体、军队和公众舆论的压

力，力排众议调整美军战略。布什总统先是利用中期选举的契机进行了一系列人

事调整，更换了负责伊拉克事务的整个团队。他让罗伯特·盖茨 （ＲｏｂｅｒｔＧａｔｅｓ）

取代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任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威廉·法伦 （Ｗｉｌ

ｌｉａｍＦａｌｌｏｎ）为新任中央司令部司令，任命马丁·邓普西 （ＭａｒｔｉｎＤｅｍｐｓｅｙ）为

副司令，让彼得雷乌斯取代凯西任驻伊多国部队总指挥官，任命瑞安·克罗克

（ＲｙａｎＣｒｏｃｋｅｒ）为新一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这样，布什、盖茨、邓普西、彼

得雷乌斯、克罗克，再加上予以支持和配合的驻伊多国部队副总指挥官雷蒙德·

奥迪尔诺 （ＲａｙｍｏｎｄＯｄｉｅｒｎｏ）、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 （ＪｏｉｎｔＳｐｅｃｉ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 （ＳｔａｎｌｅｙＭｃＣｈｒｙｓｔａｌ），就形成了一个支

持 “增兵”战略的拥有足够分量的小集团 （法伦除外），从而为该战略的提出和

执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０日，布什总统宣布向伊拉克增派２万

人，“增兵”战略正式启动。时任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 （ＤｉｃｋＣｈｅｎｅｙ）这样评

价布什总统的 “增兵”战略：“考虑到政客和公众都反对向伊拉克增派更多的军

队，布什总统下令实施新战略，确实是无畏之举。”③

“增兵”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伊拉克局势从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好

转。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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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发布的一份题为 《伊拉克暴力事件、伤亡人数和战争影响的变动趋势：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的研究报告中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图表。报告显示，伊拉克境内

导致平民伤亡的暴力事件数量和平民死亡人数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变动趋势，即

在２００６年末和２００７年上半年达到峰值，从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开始快速下降，到

２００８年末达到一个最低值，并且直到２０１１年末美军撤兵之际一直保持着较低

水平，只是到２０１３年才有所回升。从年度统计来看，死于暴力事件的伊拉克

平民数量在２００６年达到了峰值，超过２９万人，而 “增兵”战略开始实施的

２００７年则下降到２６万人，到２００９年平民死亡人数已降到５０００人，并且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一直保持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人的水平，这是开战以来的最低值。同

样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阵亡士兵总数也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突然放缓了增

长趋势，甚至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的阵亡人数也从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开始显著减

少。布什总统赌赢了。

３美军成功实现战略调整的原因

通过梳理 “增兵”战略的提出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美军之所以能够成功

实现战略调整，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以彼得雷乌斯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对于伊拉

克战争特殊性质的清醒认识和对于美国战略失误的深刻反思。如果没有这样一群

传统军事文化的反叛者，战略转型就无从发起。其次是彼得雷乌斯步步为营的推

销策略和强大的执行能力。彼得雷乌斯认准战略调整的前提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而克服传统军事文化的惰性绝非朝夕之功。他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方式激发了

美国国内军界、政界和学界对于美国的伊拉克战略的公共政策辩论，通过重新编

写 《反叛乱战地手册》的方式推销自己的反叛乱信条，又通过在伊拉克战场上

直接领导 “增兵”战略的实施，用实际效果回应国内的质疑。最后是小布什总

统作为最高政治领导人进行战略调整的决心和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决断能力。他对

“增兵”战略的坚决支持和对彼得雷乌斯本人的无条件信任，是这一战略最终能

克服重重阻力得以提出并有效贯彻的根本保障。

需要补充的是，“增兵”战略之所以能够成功也与伊拉克局势的变化息息相

关，特别是与在同一时间发生的逊尼派 “觉醒”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运动密不可分。

彼得雷乌斯在２００８年４月８日至９日对国会所作的有关伊拉克局势的报告中也

承认：“（‘增兵’战略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伊拉克民众

的态度变化。由于２００６年末的第一次逊尼派 ‘觉醒’，伊拉克境内的逊尼派部

９２１

传统军队遭遇反叛乱



落越来越反对基地组织不加区别的暴力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觉醒’促使

数以万计的伊拉克人———有些是前叛乱分子———作为 ‘伊拉克之子’ （ｓｏｎｓｏｆ

Ｉｒａｑ）开始为地方安全做贡献。在他们的帮助和对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无情搜

捕下，基地组织所引发的威胁———尽管仍然致命和巨大———大大降低。”① 历史

不容假设，如果没有逊尼派 “觉醒”，美国的 “增兵”战略能否获得成功是不确

定的。但彼得雷乌斯之后在阿富汗试图复制在伊拉克取得的成功时，却仅仅取得

了有限的成果，这连同上文引用的彼得雷乌斯自己的证词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

逊尼派 “觉醒”至少大大有利于 “增兵”战略的成功。

综上所述，传统军事文化反叛者的存在、为克服传统军事文化阻力而进行的

锲而不舍的循循善诱、政治领导人的坚定支持以及有利的战场形势变化是美国成

功进行战略调整的四大关键要素。

（二）格雷姆·兰姆在英国的改革尝试

上文回答了美军是如何突破传统军事文化的束缚，从而实现战略调整的。美

军同英军一样受制于传统军事文化，这使它以 “准备打一场传统战争”的心态

投入伊拉克战场。在常规战争阶段，这一点并没影响到美军以破竹之势推翻萨达

姆政权，但当伊拉克战争过渡到反叛乱阶段时，美军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

美军基于传统战争观念做出的一系列有悖于反叛乱战争原理的军事决策给美军招

致了巨大损失。直到２００７年初，在上文所陈述的四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军

成功实现了战略调整，一举扭转了伊拉克局势。这个过程足以说明以下三个结

论：第一，尽管传统军事文化极大地阻碍了秉持这种军事文化的大国调整战略，

但战略调整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换言之，秉持传统军事文化的大国并非注定在

一场反叛乱战争中失败。第二，传统军事文化的存在会影响整个军队乃至整个国

家的战略决策，但并不意味着这支军队／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决策者都信奉这样的

军事文化。换言之，经常会存在一小撮彼得雷乌斯式的传统军事文化反叛者。第

三，成功的战略调整取决于这一小撮 “反叛者”是否有能力使自己对于战争的

理解让更多人接受，最终转化为决策影响力，并在战场上成功贯彻调整后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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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军能够成功做出改变，而英军却始终无法摆脱战略困

境？按照上文的逻辑可以这样假设：第一，英军是可能调整自己的错误战略的；

第二，英军内部也一定存在某些传统军事文化的反叛者；第三，英军没能调整战

略很可能是因为这些 “反叛者”没能将自己的理解和主张推而广之。事实上，

英军内部确实有一位同彼得雷乌斯经历极其相似、信奉反叛乱战争理念的将军学

者———格雷姆·兰姆。下文将以他在伊拉克的经历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并尝试回

答上述问题。

１更新英国的反叛乱军事学说

兰姆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被派往北爱尔兰对抗北爱尔兰共和军的叛乱活

动。在北爱尔兰的服役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反叛乱作战经验。２００３年７月２

日，兰姆被任命为英军第三机械化师师长，并荣升少将，随即被派往伊拉克。

２００５年，兰姆就任沃敏斯特陆战中心 （ＷａｒｍｉｎｓｔｅｒＬａｎｄＷａｒｆ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训练和

支持处处长。当时，以彼得雷乌斯为代表的一小撮人正在尝试提出和积极兜售反

叛乱理论。在伊拉克，时任驻伊多国部队总指挥官的乔治·凯西也建立了一个反

叛乱战争中心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Ｗａｒｆ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为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的官

员提供简单培训。与此同时，英军的处境不容乐观，巴士拉的治安状况不断恶

化，而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战斗也日趋升级。鉴于上一版有关反叛乱战争的战

地手册还是基于英国在马来亚的反叛乱经验于２０００年编写的，早已过时，英军

亟须更新自己的军事学说。兰姆承担起了更新英国反叛乱军事学说这一重任。这

不由得让人们想起此时身处莱文沃斯堡的彼得雷乌斯，后者同兰姆一样对于反叛

乱战争情有独钟，一样拥有在伊拉克的实战经验，一样致力于转变各自国家的军

事文化，甚至一样在着手更新自己国家的反叛乱军事学说。但不一样的是，彼得

雷乌斯对美军传统军事文化的反叛成功了，而兰姆失败了。

兰姆对于英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军事文化几乎毫无办法。重新编写反叛乱战地

手册根本无济于事，因为这种著作早就被英国主要的军事院校边缘化。在位于什

里弗纳姆 （Ｓｈｒｉｖｅｎｈａｍ）的英国国防大学联合指挥参谋学院 （Ｊｏｉ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ｏｍ

ｍａｎｄａｎｄＳｔａｆｆＣｏｌｌｅｇｅ），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与反叛乱相关的课程在四十二

个星期的课程中就被压缩到只剩一天。而当凯西将军要求所有新来的美方人员必

须到他设立的反叛乱战争中心进行学习的时候，英国官员却不允许参与其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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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国认为那里所教授的东西对于伊拉克南部的形势并不适用。① 正当兰姆孜孜

不倦地致力于更新英国的反叛乱军事学说时，负责监督英国军事学说发展的英国

学说与发展总局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却与兰姆唱起了

反调：它认为英军过去的反叛乱经验更加适用于帝国收缩时期的英国历史，与正

在伊拉克进行的那种更具主动性的反叛乱战争格格不入，因而已经过时。② 在这

样的指示下，兰姆对于伊拉克战争的理解不可能被灌输到新的战地手册中，他挑

战英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努力也就此宣告流产。

２推动与逊尼派的和解

２００６年９月７日，兰姆升任中将，并被派往伊拉克就任驻伊英国高级军事

代表兼驻伊多国部队副总指挥官，随后在２００７年初成为彼得雷乌斯的副手。兰

姆对此极为兴奋，现在，他终于摆脱了在陆战中心重新编写英军反叛乱战地手册

的工作，后者已经因为官僚主义斗争而注定星光黯淡。③ 在新的岗位上，兰姆为

联军逐渐适应伊拉克反叛乱战争，最终实现同部分逊尼派叛乱分子的和解发挥了

巨大影响力。他说服了美国同僚接受了他所主张的 “有限战争”原则———即要

想打赢伊拉克战争就需要耐心、精明，并接受伊拉克人 （而不是联军）才是决

定战争胜败的关键这一事实。④

兰姆甫一就任，就迅速领会了彼得雷乌斯 “保护平民优于打击叛乱分子”

的反叛乱作战要旨，但他的思想要更进一步。兰姆提出了一项 “战略接触倡议”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力主同一批被认为是可谈判的叛乱分子和解。

在对伊拉克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证词中，兰姆说道：“我不认为 （联军）有充足的

时间来提升伊拉克军队和警察部队的能力……机会存在于 ‘第三条道路’，也就

是同逊尼派叛乱分子实现和解。”⑤ 他认为，仅仅保护伊拉克平民不足以遏止叛

乱，“（联军）从伊拉克全身而退的唯一方法就是同叛乱分子的领袖直接对话，

即使他们手上沾满了 （联军士兵）的鲜血”。兰姆认为，（作为接触对象的）叛

乱分子越极端越好，因为如果能与他们达成和解的话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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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一场叛乱战争中，恰恰是极端分子掌控了政治议程。”①

兰姆甚至亲自会见了一个叛军领导人。阿布·阿扎姆 （ＡｂｕＡｚｚａｍ）是伊拉

克共和国卫队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Ｇｕａｒｄ）前军官、被认为是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联

系密切的逊尼派叛乱组织伊斯兰军 （ＪａｉｓｈａｌＩｓｌａｍｉ）的重要领导人。在两人的第

一次会谈中，阿布·阿扎姆坦承，他最初认为联军来到伊拉克是为了摧毁伊拉克

的文化和人民，这才加以抵抗，后来发现真正威胁伊拉克人生活方式的是基地组

织，而不是美国人。兰姆在会谈后已经确信同他的和解是可能的。双方在第二次

会谈后达成一个交易：阿布·阿扎姆维持停火状态１４天，作为交换，兰姆会安

排伊斯兰军的１７３８名战士加入伊拉克安全部队。②

现在，兰姆的对手变成了美国人和伊拉克政府，他要努力让这两方同意他的

计划，这并不容易。“在伊拉克，和解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什叶派民兵或逊尼派

叛乱分子，而是来自美国人，对于他们而言，和解意味着与手上沾满他们鲜血的

人打交道。”③ 尽管经过艰苦的努力，兰姆的团队说服了彼得雷乌斯、奥迪尔诺

和麦克里斯特尔，但马利基并没有那么容易就范。这位什叶派出身的伊拉克总理

对于逊尼派 “觉醒”运动的看法远没有美国人那么乐观，他甚至认为，美国援

助 “觉醒”的逊尼派是为了推翻他，或至少是使伊拉克保持分裂和羸弱状态，④

他先前更是有意利用什叶派民兵组织马赫迪军来制衡逊尼派极端分子。要让这样

一位夹在美国人和什叶派选民中间、族群教派斗争观念深重的领导人接纳阿布·

阿扎姆的部队，显然绝非易事。⑤

但突破口还是出现了，而且是出现在两个女人身上。中东问题专家艾玛·斯

凯 （ＥｍｍａＳｋｙ）曾先后担任奥迪尔诺和彼得雷乌斯的顾问，也是兰姆亲密的合

作伙伴，先前正是她和兰姆的一位助手詹姆斯·西蒙兹 （ＪａｍｅｓＳｉｍｏｎｄｓ）共同

说服奥迪尔诺将军接受了兰姆的计划。斯凯主动联系到了活跃在马利基小圈子里

的一位女性安全顾问———巴西玛·贾蒂里 （ＢａｓｉｍａａｌＪａｄｉｒｉ）。贾蒂里之前是一

名火箭科学家、狂热的反美分子，现在，她和斯凯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两人

相互通报各自政府的下一步计划。在她们的协调下，马利基与美国之间的相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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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大大减弱，彼得雷乌斯甚至得以和马利基建立了定期联系机制。① 在贾蒂里的

劝说下，马利基最终同意吸纳阿布·哈扎姆的部队加入政府军。此时正是美国宣

布 “增兵”战略之后不久，美军在彼得雷乌斯的指挥下开始深入街道之中进行

安全巡逻，而代价就是美军在短期内面临着伤亡增加的风险。兰姆在这样关键的

时刻促成阿布·扎哈姆的伊斯兰军组织同伊拉克政府和解，为美军 “增兵”战

略的成功实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艾玛·斯凯这样评价兰姆：“兰姆将军是

在正确的时间出现的一位正确的人，他使人们以另一种方式看待问题。如果没有

他，（‘增兵’战略）不会取得今天的结果。”② 布莱尔首相说道：“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间，由于兰姆将军强有力的支持，他们 （指逊尼派部落）缓慢地但却确信无

疑地与多国部队和伊拉克政府达成了交易，并向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多艰难与不幸

的基地组织发起了进攻。一旦这种事情与我们的努力同时发生，整个潮流就转

向了。”③

３兰姆的成功及其局限

“如果不是布什总统致力于 ‘增兵’战略，我刚才讲的一切 （指 ‘增兵’

战略取得的成绩）可能都不会发生。”④ 兰姆对自己的评价一半是自谦，另外一

半则所言非虚。兰姆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的智慧、勇敢与果断加速了

“增兵”战略的成功，但这些成就放到整个伊拉克战争的棱镜下观察，至多只能

算是战术性的，因为他未能帮助英国扭转其错误的军事战略。兰姆的成功是现象

级的，但他同彼得雷乌斯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未能使英国决策层接受自己的观

点，进而推动整个英国军事文化的变革。因此，他是成功的实践者，却是失败的

改革者。

上节的结论是，传统军事文化反叛者的存在、为克服传统军事文化阻力而进

行的锲而不舍的循循善诱、政治领导人的坚定支持以及有利的战场形势变化是恪

守传统军事文化的大国成功进行战略调整的四大关键要素。这个分析框架有助于

解释英国未能进行战略调整的原因：首先，兰姆的存在，特别是其对反叛乱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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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刻理解、进行宏观思考与理论化总结的能力以及强大的实践能力，显然满足

了第一个条件。其次，虽然他也试图通过更新英国反叛乱军事学说的方式变革英

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军事文化，但他的努力受到了僵化保守的官僚主义的阻碍，未

能产生类似 《反叛乱战地手册》在美国所起到的那种引领公共政策辩论的奇效。

再次，他的努力未能像彼得雷乌斯在美国那样在决策层形成一股支持战略转型的

力量，特别是他未能引起最高政治领导的注意。相反，２００６年以来，英国的整

体战略围绕着 “撤出伊拉克，增兵阿富汗”这个轴心展开，这就排除了任何增

兵的可能。因此，兰姆无法将自己的观点转化成决策影响力，进而动摇整个英国

对伊战略的基础，他只能将自己的主张以一己之力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亲自实

践。最后，英军所在的伊拉克南部 （以什叶派为主）也未出现安巴尔省所发生

的逊尼派 “觉醒”运动这样有利的战场形势变化。相反，伊拉克南部安全局势

不断恶化、英国国内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呼声日益增加，都使英军的撤军压力与日

俱增，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根本不允许既有的撤出战略发生任何改变。

五　结论

本文试图从军事文化的角度探究英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争中遭受失败的原

因。文章认为，英国的传统军事文化和反叛乱战争的特殊性质之间的根本矛盾，

是英国在伊拉克军事失败的深层原因。英军在本质上仍然是一支传统军队，它的

军事文化强调运动战、机动性、主动出击和决战决胜；强调依靠压倒性的火力覆

盖速战速决；强调杀伤敌人和歼灭敌方部队；强调节约使用部队和伤亡最小化。

相反，在反叛乱战争中，必须熟稔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战后重

建至关重要，其核心是提供安全，而训练一支强有力的东道国安全部队是重中之

重；政治手段比军事手段更有效，使民众同叛乱分子分离比单纯的搜剿行动更加

重要；必须有超越叛乱分子的战略耐心和战争意志，必须有长时间投入巨量资源

和人力的意愿以及必胜的决心。英国的传统军事文化同反叛乱战争的特殊性质格

格不入，致使其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始终无法适应反叛乱战争，做出了一系列错

误决策，始终未能掌握战争主动权。

英国的经验表明，传统军事文化会显著影响特定国家应对反叛乱战争的方

式，这种影响会大大增加该国在反叛乱战争中取胜的难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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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失败。传统军事文化主要在三个维度上发挥作用：首先，在战争开始阶

段，受到传统军事文化禁锢的国家会倾向于以传统战争方式应对反叛乱战争，其

具体表现为轻视战后重建、缺乏情报收集、低估所需资源、急于撤出部队。其

次，在战争进行一段时间以后，拘泥于传统军事文化的大国往往不愿及时根据战

场形势的发展调整自己的战略，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其具体表现为缺

少战略耐心、不断抽调资源、执着军事搜剿、忽略能力建设。该国在本质上打的

是决策层潜意识里的传统战争，而不是战场上正在进行的反叛乱战争。最后，传

统军事文化使战略调整的机会窗口大大缩小，但尚未完全闭合。恪守传统军事文

化的国家要想成功进行战略调整，至少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传统军事文化反叛者

的存在、为克服传统军事文化阻力而进行的锲而不舍的循循善诱、政治领导人的

坚定支持以及有利的战场形势变化。以上就是传统军事文化对特定国家从事反叛

乱战争的方式的完整作用机制。

“只有死人才能见到反叛乱战争的终结。”① 没有证据表明反叛乱战争将从人

类社会消失，更多的迹象显示，它会与技术进步结合得更加紧密，因而将以更加

猝不及防的、更加致命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今天我们总结英国在伊拉克反叛

乱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是为了使我们的军队在物质、智力和心理层面为今后应对

类似的挑战作好准备，在危险来临时临危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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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斯·布特：《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第７１８页。


